
王韜與近代早期

香港華文報刊業
———《循環日報》創辦緣起考

蕭永宏

提　 　 要

《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與作爲重要創辦人之一的王韜在

《循環日報》創辦前比較深地介入香港華文報刊業密切相關。

在此期間，王韜近代報刊輿論意識的形成，王韜與香港報界、商

界和華人社會中知識人士的廣泛交往所建立的良好關係，王韜

在《香港近事編録》報館多年歷練所積累的豐富的辦報經驗和

鑄就的鮮明的辦報風格，都不同程度地爲《循環日報》的成功創

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動力、人事財政保障以及相應的業務基礎。

這些諸多條件的獲得和具備是促成《循環日報》成功創辦的主

要原因。

關鍵詞：王韜　 《循環日報》　 《遐邇贯珍》　 《香港近事編録》

　 《香港中外新報》　 《香港華字日報》　 陳善言 　 張

宗良　 馮普熙　 梁安　 陳桂士

《循環日報》何以能成功創辦？這是中國近代報史研究中

不容回避的一個重要問題。以往的一些研究也曾涉及這一問



題，〔１〕但或囿於第一手資料的缺乏、〔２〕或過於注重從原則討論

問題，〔３〕使得該問題的研究略顯粗疏和浮泛。《循環日報》的成

功創辦，主要應與作爲該報重要創辦人之一的王韜早在該報創

辦之前，比較深地介入諸多香港華文報刊密切相關。本文擬從

《循環日報》創刊前王韜與香港各華文報刊的關係入手，追尋同

一時期王韜近代報刊意識的形成、王韜在港期間的交往以及王

韜新聞業務的積累等方面的踪迹，以期實事求是地揭示《循環

日報》的創辦緣起。

一、 從《遐邇貫珍》到《香港華字日報》

（一）王韜與《遐邇貫珍》

王韜爲香港報刊撰稿始於 １８５４ 年。時王韜仍在上海墨海

書館佐西士麥都思、偉烈亞力、艾約瑟、慕維廉等譯書。這年 ７

月和 ８ 月，香港的《遐邇貫珍》先後分兩期連載由王韜代筆但未

署名的《瀛海筆記》和《瀛海再筆》。〔４〕這也是目前所見王韜刊於

近代報刊上的最早兩篇文章。

王韜《瀛壖日志》載有他爲在滬期間結識的好友應雨耕代

筆《瀛海筆記》一事：

七月初旬……是月中，應雨耕來，自言曾至英國覽海外

諸勝。余即書其所道，作《瀛海筆記》一册。〔５〕

王韜的另一部著作《甕牖餘談》同樣提到此事。該書《星使往

英》記云：

……咸豐初年，有燕人應雨耕從今駐京威公使往，在其

國中閲歷殆遍。既歸，述其經歷。余爲之作《瀛海筆記》，

記載頗詳。〔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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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邇貫珍》所刊《瀛海筆記》則交代該文來歷説：

癸丑六月，友人從英來，言客春偕居停主人回英，居其都

者七閲月，目親身觀，凡英土民物之繁庶，建造之高宏，與夫

政治之明良，制度之詳傭，有可述者，皆筆而記之……〔７〕

比照前述王韜《瀛壖日志》、《甕牖餘談》和此處《瀛海筆記》所記

有關内容，即可發現，二者所記相關情况基本雷同。區别只是，

前者明確提到被代筆者應雨耕的姓名，而後者隱之。

應雨耕是王韜在滬期間結識的好友之一。王韜《滬城見聞

録》咸豐三年六月有對應雨耕個人情况的介紹：

應雨耕，名龍田，直隸人，籍本浙江金華府，六月初旬從海

外來，持其居停威君劄，謁見麥公，謂將入教，服膺耶穌。嗣是

每日來讀聖書，正齋亦來合并。麥公爲之講解，娓娓不倦。〔８〕

王韜的這一記載爲進一步確認《瀛海筆記》中隱去的被代筆人

正是應雨耕提供了確鑿證據。首先：《瀛海筆記》所言的癸丑六

月，即是咸豐三年六月，這與《滬城見聞録》之時間記載完全一

致。其中二者都提到的“直隸人”的身份也完全相同。而且，直

隸人亦即燕人，這也完全雷同於王韜《甕牖餘談》的記載。其

次，“從英來”、“偕居停主人回英”的提法也基本雷同於《滬城見

聞録》及《瀛壖日志》等著述中“從海外來”、“曾至英國覽海外諸

勝”、“居停威君”等記載。而“居停威君”也就是英國駐京公使

威妥瑪。况且，《瀛海筆記》中的“友”字，也説明了代筆人和被

代筆人之間的關係。最後，《遐邇貫珍》所刊《瀛海筆記》的篇名

和王韜多次在諸多記述中提到的爲應氏代筆的文章名稱相同，

均爲《瀛海筆記》。綜合這些因素，不難確認，《遐邇貫珍》所刊

《瀛海筆記》和《瀛海再筆》與王韜《甕牖餘談》等著述中一再提

到的《瀛海筆記》應屬同一篇文章。

《遐邇貫珍》是由鴉片戰争後由馬六甲遷至香港的英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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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布道會下屬的馬禮遜教育會出版、香港英華書院印刷的一份

中文刊物。也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刊物和近代中國最早使用

鉛印的中文報刊。１８５３ 年 ８ 月 １ 日創刊，１８５６ 年 ５ 月停刊。〔９〕

前後共出刊 ３３ 册。〔１０〕由上海墨海書館的首任監督麥都思、麥都

思的女婿奚禮爾以及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先後負責，實際

事務由畢業於香港馬禮遜學堂、擔任倫敦傳道會教會印刷所主

管的黄勝經理。〔１１〕

王韜在《遐邇貫珍》刊文疑與麥都思從中推薦有關。王韜

自 １８４９ 年傭書墨海書館後，一直在麥都思手下從事中文翻譯的

編校工作，主僕契合。王韜稱麥都思爲其“海外一知己”。〔１２〕作

爲《遐邇貫珍》的主要創辦人和負責人，麥都思推薦王韜文章見

刊該刊，當在情理之中。本來，應雨耕隨駐英公使威妥瑪赴英期

間，對其游歷觀察所得，已有著録，據王韜在《瀛海筆記》所言，

應雨耕在英期間“據所見而録之”，所有記述多達“數十則”。〔１３〕

至於應雨耕從英歸來後該游英筆記又經王韜代筆，則主要有兩

方面原因。一是王、應二人交情篤厚，而應雨耕本人文化程度不

高。王韜日記中多處記有王、應二人的交往，很多時候兩人幾無

日不見。在一封致應雨耕的信中王韜還袒露心扉説：

瀚來海上，以文字交者，固不乏人；以意氣交者，閣下一

人耳。〔１４〕

其實，王韜欽敬應雨耕的只是其“意氣”，而對其疏於文墨却不

無怨言。如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日記》所記：

既夕，獨往應雨耕寓齋，數語即别。雨耕胸中固無隻

字，性情乖謬異常，終日唯痼癖於烟雲中而已，何足與

談！〔１５〕

應雨耕胸無點墨，又嗜烟如命，舞文弄墨，顯非其所長。因此，應

氏游英筆記雖條目衆多，但在敘述的條理性和文氣的暢達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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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應多有欠缺。在此前提下，借助王韜之力，由王韜“稍爲修飾

敘述”、“條次而録存”，〔１６〕自可補此不足。另一方面，從王韜來

説，自從“橐筆滬上”以後，留心西方的“象緯輿圖之學”，〔１７〕對

西方的風土人情、歷史掌故及國人的海外見聞等留心搜訪，一直

是王韜興致之所在。此番應雨耕歸國帶回的居英見聞録，不僅

可以豐富知識，開闊眼界，而且這些親歷記述還可以彌補《海國

圖志》及《瀛寰志略》“二編之未備”，供“世之具三長而操著作權

者之博采”，〔１８〕有益於世。因此，王韜非常樂意爲應雨耕之游記

代筆。

王韜雖然在《遐邇貫珍》創辦的第二年於該刊發表稿件，但

王韜接觸《遐邇貫珍》應比這更早。因爲主持墨海書館的傳教

士麥都思是《遐邇貫珍》最早的創辦者和負責人。因此，墨海書

館和《遐邇貫珍》必有較密切的聯係，王韜在傭書西人之餘，較

早閲讀《遐邇貫珍》應無疑義。譬如，１８５５ 年，與王韜同村、謀生

於松江的孫惕庵曾致函王韜向他索要《遐邇貫珍》。〔１９〕另據《郭

嵩燾日記》記載，１８５６ 年 ３ 月，郭嵩燾造訪墨海書館時，麥都思

仍“外贈《遐邇貫珍》數部”於郭，〔２０〕而同一時期的趙烈文也將

其收藏的全套《遐邇貫珍》借給鄧隨帆和吴嘉善等官方和知識

界的朋友閲讀。〔２１〕這從側面也證明，比起郭嵩燾和趙烈文來，王

韜在當時更有條件和機會較早接觸《遐邇貫珍》，同時還説明，

在 １８５０ 年代中期，至少在一小部分浸染西學的知識分子中間，

《遐邇貫珍》已受到較多關注。

以往學術界提到王韜接觸近代報刊的經歷，一般只注意到

王韜 １８５７ 年 ９ 月刊於《六合叢談》中的《反用强説》以及在此前

後刊於該刊的由他與傳教士偉烈亞力合譯的《重學淺説》、《華

英通商事略》、《西國天學源流》等文。其實，早於此前，王韜已

有文章在香港的《遐邇貫珍》刊出。這樣，王韜接觸近代報刊的

經歷至少又可以提前整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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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韜與《香港近事編録》

王韜真正涉足近代香港報業是在 １８６２ 年他避居香港之後。

其中，結緣最深的當屬《香港近事編録》。

《香港近事編録》是 １８６０ 年代中期左右誕生於香港的一份

著名華文報刊，澳門土生葡萄牙人羅郎也創辦，〔２２〕每周三刊，逢

星期一、三、五出版，〔２３〕１８８３ 年停刊。〔２４〕關於其創辦時間，因原

件佚失，無從查考。美國傳教士范約翰 １８９０ 年 ５ 月提供的近代

中文報刊目録中，注明其創刊於 １８６４ 年 ５ 月。〔２５〕

王韜介入《香港近事編録》的具體時間亦不可考。不過，上

海《益報》１８７５ 年 １０ 月刊載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却稱，王韜 １８６２

年逃匿香港之後，“爲香港日報館動筆之人”，〔２６〕經考證，此香

港日報館即《香港近事編録》報館。〔２７〕另據王韜 １８６７ 年日記

記述，

余居香港，倏忽六載。初尚事簡，既而筆墨之役蝟集，

卒卒鮮閑。兼以氣候炎暖，體中不慊，於是浩然思海外之

游。〔２８〕

所謂的“初事尚簡”，當指王韜佐理雅各譯中國儒學經典一事，

而“既而筆墨之役蝟集”應與王韜在譯書之餘同黄勝合作編譯

《火器説略》以及隨後兼職《香港近事編録》報館，從事報紙稿件

撰著有關，〔２９〕因此，很有可能，王韜 １８６７ 年底隨理雅各赴英譯

書之前，已經擔任了《香港近事編録》的編撰工作。

王韜 １８６７ 年底赴英後，仍同《香港近事編録》保持聯係，并

爲其撰稿。在英期間，他曾應《香港近事編録》主編之邀，參加

由該報發起的有關“中外强弱論”的徵文討論，撰成《答〈强弱

論〉》一文在《香港近事編録》刊出。〔３０〕１８７０ 年從英歸港後，他還

同《香港近事編録》的另一位主筆張宗良一起，譯撰成《普法戰

記》一書，并將該書的部分書稿在《香港近事編録》先行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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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張宗良赴任港府華民政務司書吏，王韜也於 １８７４ 年 ２ 月

與陳善言等人一起創辦《循環日報》，并出任該報“正主筆”。

《循環日報》創辦後王韜與《香港近事編録》的具體情况不詳，但

據目前所知，直到 １８７５ 年 １０ 月，王韜仍有文章在《香港近事編

録》刊出。

王韜擔任《香港近事編録》主筆期間，《申報》對王韜主持的

《香港近事編録》頗有贊辭。《申報》創刊伊始刊發的一則“本館

自述”中稱頌王韜“留心世事”、“飛豪濡墨，揮洒淋漓”；〔３１〕另一

則“本館自敘”中更誇贊《香港近事編録》“采摭繁富，筆墨靈奇，

早已增東壁之輝，作南針之指矣”！〔３２〕另據筆者核查，王韜在

《香港近事編録》撰著的各類文章衆多，僅從搜集到的《上海新

報》、《申報》、《益報》轉載的 １６５ 篇文章來看，其中的絶大多數

文章都出自王韜之筆。這些文章，有一般性的中外新聞報道，也

有“論説”，還有少量類似後來“副刊”性的文字如詩歌、故事等。

時間主要分布在 １８７０—１８７３ 年間。其中，政論類文章多達 ３０

餘篇，另有 １４ 篇文章源於後來出版的《普法戰記》，還有個别文

章後被王韜收入其《甕牖餘談》和《弢園文録》等書。〔３３〕而且，不

少文章從撰述風格和思想傾向來看，與後來王韜在《循環日報》

刊發的文章已難分軒輊。

（三）王韜與《香港中外新報》

《香港中外新報》是英國商人孖剌所辦香港西文報紙《孖剌

報》（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的中文版，其前身是創辦於 １８５０ 年代後期

的《香港船頭貨價紙》。〔３４〕約 １８６０ 年代初期更名《香港中外新

報》。〔３５〕初爲每周三刊，逢二、四、六出版，１８７３ 年改爲日報。〔３６〕

王韜與《香港中外新報》的具體關係不詳，目前所知者，主

要有二。一是王韜赴英期間曾有文章在《香港中外新報》刊出。

約 １８６９ 年底左右，王韜就派遣中國幼童往英游學一事致函港中

友人。信中提出，幼童留學海外，所習科目應以輿地、格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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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光學、重學、化學、律學、電氣學諸大端爲主，至於彈琴作畫之

類則毋庸學習。後友人將此信刊於《香港中外新報》。這封信

刊出後，有位署名“横濱商人”的讀者又致函《香港中外新報》，

對王韜信中的觀點予以商榷。〔３７〕二是 １８７４ 年 ２ 月，王韜所著

《言志》一文刊於《香港中外新報》。〔３８〕《言志》後經王韜改動先

後再被收入其《弢園文録》和《弢園文録外編》中。

王韜在《香港中外新報》刊文表明，王韜和該報的華人主筆

關係熟稔，且有一定聯繫。至於該報主筆係何人？尚待確

認。〔３９〕

（四）王韜與《中外新聞七日報》和

《香港華字日報》

　 　 《中外新聞七日報》是《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也是《香港

華字日報》的“試刊版”，辛未年正月二十一日（１８７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創刊，壬申年二月二十九日（１８７２ 年 ４ 月 ６ 日）停刊，前後共

出 ５７ 期。〔４０〕１８７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原“試刊版”的基礎上，《香港

華字日報》脱離《德臣報》單獨出版。兩份報紙的創辦者和主持

人均爲陳善言。〔４１〕

王韜與《中外新聞七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聯繫較多，主

要與王韜和陳善言私誼較篤有關。〔４２〕概括説來，主要有如下數

端。一是王韜 １８７０ 年由英歸港，與《香港近事編録》主筆張宗

良譯撰《普法戰紀》時，采擇了《中外新聞七日報》有關普法戰争

的報道。王韜事後述及《普法戰紀》各部分資料來源時説：

張君芝軒所譯於四卷以前特詳，以後采從日報者爲多，

辛未正月陳君靄廷方有華字日報之役，與歐洲列國之事搜

羅富有，幾於無美不備，此編十一、十二兩卷取資實宏。〔４３〕

此處的“辛未正月陳君靄廷方有華字日報之役”，即指辛未年正

月二十一日問世的《中外新聞七日報》。〔４４〕二是王韜在港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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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外新聞七日報》的主編陳善言合譯《聯邦名人録》等海外

著述，〔４５〕譯書中，陳善言還事先將二人所譯的該書列傳部分登

載於《中外新聞七日報》。陳善言交代此事經過説：

吴郡王紫詮廣文具才學識三長者也，生平著作等身，而

尤深於西學，能識其大者，於西國之輿圖掌故、國政民風，無

不悉心考索，言之如數家珍，聽者爲之忘倦。余獲識廣文久

矣，一夕剪燭傾談，言及聯邦人物，嘆華盛頓爲海外人傑，洵

不可多得，余因舉《聯邦名人録》一編出示廣文，廣文且曰：

“當創國初，賢豪輩出，其爲華盛頓左右贊襄以建功名而垂

竹帛者，尚有如許人，豈不盛哉！”廣文遂請余口譯而筆録

之。今先以列傳一篇登諸日報，庶幾見鳳一毛，窺豹一

斑。〔４６〕

其後，《中外新聞七日報》連續分兩期刊載二人合譯的《聯邦名

人録》。三是王韜在《中外新聞七日報》發表了一些未署名的政

論文章。其中能明確辨認的即有《開煤礦論》，〔４７〕另外，隨《開

煤礦論》之後刊載的《金銀礦論》也疑爲王韜所作。〔４８〕除上述兩

篇有標題的政論文章外，《中外新聞七日報》還刊載過少量未加

標題的政論文章，其中，辛未年七月初四日所刊有關西班牙和葡

萄牙歷史、地理的兩篇文章和壬申年二月二十九日所刊評論西

人預測地球毀滅的一篇文章，〔４９〕很可能也出於王韜筆下。

王韜和《香港華字日報》的聯繫也有三端。一是王韜《普法

戰紀》第十三、十四兩卷，其基本素材全部采自《香港華字日

報》。〔５０〕不僅如此，王韜同張宗良譯撰《普法戰紀》時，還同陳善

言合譯了美國人麥吉雅戈所撰《普法觀戰紀》。而且，據王韜交

代，到《普法觀戰紀》十四卷本排印前夕，麥吉雅戈之書已譯成

前兩卷。〔５１〕二是王韜的一些著作出版前在《香港華字日報》刊

載過。較早刊載的是《瀛壖雜識》。據《申報》轉載的《香港華字

日報》的文章，《香港華字日報》登載過《瀛壖雜識》中“志閨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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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志方外”的有關章節，〔５２〕稍後轉載的是《普法戰紀》。同樣

據《申報》所知，從 １８７２ 年 ９ 月底開始，《香港華字日報》先後分

２１ 次連載《普法戰紀》，時間長達一年之久。〔５３〕三是王韜在《香

港華字日報》也有文章刊出。核計《申報》轉載的文章可知，僅

１８７３ 年至 １８７４ 年年初，王韜在《香港華字日報》刊載的文章即

多達 ５ 篇。這些文章，一部分後被收入《弢園文録外編》，另有

個别篇目後收入王韜的《弢園尺牘》，還有少數文章是由王韜

《甕牖餘談》中的同名篇目略加改寫而成。有的文章，先在《香

港華字日報》刊出，後又重刊於《循環日報》。〔５４〕值得一提的是，

個别文章經《申報》轉載後還引發了《申報》的持續注意，并專門

刊發相應的評論文章。〔５５〕

綜上所述，在《循環日報》創辦前的 ２０ 年間，王韜幾乎和所

有香港已經問世的華文報刊都有過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尤

其是 １８６２ 年王韜遁迹香港，隨後供職《香港近事編録》報館後，

他與香港華文報界的聯繫更加廣泛。這些聯繫，對王韜近代報

刊意識的形成，辦報經驗的積累都有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王韜

隨後積極推動并參與創辦《循環日報》，便是以此爲基本前提的。

二、 從排拒西學到重視報刊輿論

王韜接觸近代報刊甚早，并且在《遐邇貫珍》、《六合叢談》

等近代報刊上發表過少量文章，但是直到 １８６２ 年遁迹香港之

前，王韜的近代報刊意識却相當淡薄。

兩個例子很能説明問題。一是 １８５５ 年，與王韜同村的秀才

孫惕庵致函王韜向其索要《遐邇貫珍》，但王韜却在回信中一股

腦兒將該刊及其“秉筆者”們貶斥一番：

承索《遐邇貫珍》，但此糊窗覆瓿之物亦復何用？徒供

噴飯耳！此邦人士，躐等而進，才知字義，已矜著述，秉筆者

６０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半屬落魄商賈，餖飣未學，欲求其通，是亦難矣！〔５６〕

王韜這番近乎痛駡的話，有對因生活所迫而“托迹侏離，獲罪名

教”〔５７〕的一腔憤懣和無奈，也有對《遐邇貫珍》的輕蔑和不屑。

二是 １８５９ 年 ５ 月，王韜及其好友蔣敦復與傳教士偉烈亞力就中

西政治的優劣異同，有過一場討論。王韜和蔣敦復認爲，西方政

治大謬不然者有三：“男女并嗣”、“君民同治”和“政教一體”。

偉烈亞力則以泰西政治“與民共治”和“與民共利”、“下悦而上

行”等諸多優點爲例，批評清廷“政事雍於上聞，國家有所興作，

小民不得與知”等弊政，建議清廷“仿行新聞月報”。〔５８〕而王韜

對此却百般辯解。他以“泰西列國，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

爲由，斷言刊行“新聞月報”之法在中國并不可行。〔５９〕

與上述兩例相映成趣，同一時期的王韜甚至還根本不把

《六合叢談》認作近代報刊，而只把《六合叢談》視作傳統意義上

的一般書籍。如《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七日（１８５９ 年 ５ 月 ９

日）所記：

予謂近所著《六合叢談》中有《泰西通商事略》一卷，載

其貿易粤東顛末甚詳……〔６０〕

又如以偉烈亞力名義發表的《六合叢談》創刊號《小引》中也説：

今予著《六合叢談》一書，亦欲通中外之情，載遠近之

事，盡古今之變，見聞所逮，命筆志之，罔拘成例，務使蒼穹

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６１〕

這些表述，幾乎都在《六合叢談》前用了“著”字。固然，創辦《六

合叢談》的偉烈亞力把本屬近代報刊的《六合叢談》當作中國傳

統的書籍加以發行和宣傳，實有迎合中國傳統士人的習慣和争

取更多中國讀者的用心。但是，對於略知西學崖略的王韜來説，

對此却未能明辨，反而將《六合叢談》以書籍相稱，這只能説明，

有關“近代報刊”的理念，還遠未扎根於王韜的頭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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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近代報刊意識的淡薄，主要與 １８６０ 年代初葉以前王韜

鄙視西人西學的落後意識作祟有關。１８５０ 年代末期王韜所撰

的《與周弢甫徵君書》，較爲完整地體現了他這一時期排拒西學

的思想狀態。

《與周弢甫徵君書》作於 １８５７ 年，１８５９ 年後完稿。〔６２〕原爲

王韜向好友周騰虎系統陳述他對時局看法的一封信函。但是，

信中通篇所表達的却是王韜對西人和西學的一再鄙夷和聲討。

如文章開篇即開宗明義地宣稱：“西人之互市於中國”“即大害

之所在”，〔６３〕“吾恐日復一日，華風將浸成夸俗，此實名教之大

壞也”。〔６４〕文章還從“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

人也，以器勝”的哲學高度立論，〔６５〕斷言泰西“器械造作之精，

格致推測之妙”，在“我中國絶不能行”，〔６６〕同時對近代西方的

天算、數學、動植物學等大加貶斥，認爲根本不值得學習。此外，

至於對“西人隆凖而深目”、“性外剛狠而内陰鷙”的刻畫和揭

露、〔６７〕視鐘表計時等近代科技爲“奇技淫巧”，痛駡西人傳教爲

“播煽異端，滅裂正教”〔６８〕等的言詞也隨處可見。

王韜這封《與周弢甫徵君書》，後來在《弢園文録》和《弢園

尺牘》兩部著作中都先後被收録，〔６９〕而且，收入兩書中的《與周

弢甫徵君》的後半部分都提出了“仿行西法”的要求。“一曰火

器用於戰”；“二曰輪船用於海，以備寇盜，戒不虞”；“三曰語言

文字以通彼此之情”。〔７０〕王韜後來多次提及此函，并且常據此作

爲他最早倡導西學的依據，對其人爲拔高。甚至爲了標榜自己

很早倡導西學，還不惜把該文的撰著時間提早到“咸豐初

元”。〔７１〕但是，最早録入《與周弢甫徵君書》的却是王韜的《蘅華

館日記》，時間在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核對上海圖書館所

藏稿本《蘅華館日記》，可發現，王韜《蘅華館日記》中録入的《與

周弢甫徵君書》中并無前述的“仿行西法三條”，而且《蘇華館日

記》中也僅有十七行。〔７２〕這表明，截至 １８５９ 年正月，有關仿行西

法的三點主張還未寫入信中。同樣根據《蘅華館日記》稿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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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收入《弢園文録》和《弢園尺牘》中的《與周弢甫徵君書》加

以比勘。即可發現，《蘅華館日記》原稿所録該函中的“夷情”在

後兩書的行文中全都被改作“西情”。〔７３〕而且，《弢園文録》收入

該文時，標題還被特意换成《與周弢甫徵君論西務書》。〔７４〕這也

説明，突出“西務”、“西情”都是王韜後來所爲。尤其是像用“西

情”换“夷情”之舉，更能揭示王韜早年内心深處排斥西人西學

的真實動機。〔７５〕

王韜對近代報刊的態度發生變化，是在他 １８６２ 年遁迹香港

之後。這同樣主要與王韜先前反對西學的態度發生轉變有關。

這可從王韜 １８６４ 年撰成的《代上蘇撫李宫保書》中得到證實。

頗爲偶合的是，王韜的《代上蘇撫李宫保書》是以《與周弢甫徵

君書》爲藍本加以調整修改而成。〔７６〕因此，比較兩文内容上出現

的變化，很容易清晰地看到王韜思想上的轉變。

與《與周弢甫徵君書》相比，《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在内容上

的變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代上蘇撫李宫保書》中雖然繼

續連篇累牘地沿用《與周弢甫徵君書》一文中有關“用夏變夷”

的主要文字，〔７７〕但對以往這些觀點幾乎全部予以否定。如文中

筆鋒一轉説：

不知如或之言，所謂主人枯槁、客自棄去之説也。如是

則中國必先自受其弊，且勢必需之窮年必世，而非目前權宜

補救之方也。〔７８〕

明顯對以前的陳説加以摒棄。二是在學習西學的内容和範圍

上，《代上蘇撫李宫保書》也比《與周弢甫徵君書》有顯著擴大。

例如，《與周弢甫徵君書》只提出了仿行西法三條，〔７９〕但《代上

蘇撫李宫保書》中，在原先的三條之外還另加兩條，一是，“田器

織具用於農婦”，〔８０〕一是“歷算格致用於取士”，〔８１〕而所加兩條

恰恰是前一次“上書”中極力加以反對的。

當然，最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篇文章對時局和中西關係

９０３王韜與近代早期香港華文報刊業　



的理解上。因爲兩篇文章雖然都以“夫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

害之所在”開篇，〔８２〕統領全文，但《與周弢甫徵君書》一文認爲，

“西人之互市於中國”，誠天下之大害。〔８３〕而到了《代上蘇撫李

宫保書》中，王韜却站在“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的高度，〔８４〕

認爲西人互市中國是“勢”所使然，倡言中國應放棄傳統的“攘

夷”之策，積極尋求變通。再進一步看，《代上蘇撫李宫保書》一

文中王韜已樹立了反求諸己、奮發有爲，變害爲利的思想。如王

韜文中所言：

夫天下之爲吾害者，何不可爲吾利？……虞西人之爲

害，而遽作深閉固拒之計，是見噎而廢食也。故善爲治者，

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國之自域。天之聚數十西國於

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强中國，以磨礪我中國英雄智奇

之士。〔８５〕

“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爲”。〔８６〕而在此之前，王韜雖也不

無有限的“仿行西法”之意，但其思想深處却抱有“静聽其然，以

待天心之厭亂”等消極等待意識。〔８７〕

不難看出，《與周弢甫徵君書》和《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實際

上提供了王韜 １８６０ 年代中期以前和以後兩個時期的兩種思想

標本。而兩種思想標本的前後差異，鮮明的標示出王韜如何由

强烈排拒西學、鍾情傳統名教，進而轉向學習西方，謀求中國振

興的思想軌迹。

王韜對西學態度發生逆轉，與他對近代報刊的逐漸認同幾

乎是一同起步的。從現在能够掌握的材料來看，約於 １８６６ 年，

王韜在其行文中已經明確使用了“日報”的概念，而且此時的

“日報”已被他看作了解中外時事的一面重要窗口。如撰寫於

當年的《潮郡洋人入城事宜》一文中，王韜便提到：

聞堅領事亦以入城阻害始末奏聞其國君主，如何辦理

已有成算，特其事甚密，外莫能知，且其梗概并不載諸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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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由探悉。〔８８〕

這説明，對於日報的功用，王韜已經相當熟悉。

１８６７ 年底，王韜遠赴英倫，開始他平生第一次海外之旅。

兩年多的歐游經歷及其實地考察，進一步推動了王韜思想的變

化。王韜的輿論意識也進一步成長。在英期間，王韜專程拜訪

香港西文日報《德臣報》主筆德臣，贊揚德臣辦報“主持論斷，辨

别是非，一准諸公，而絶不混淆於衆口”。〔８９〕言談之間，對德臣公

正無私的輿論風格極爲敬仰。１８７０ 年春，王韜從英國返港，此

後便積極投身香港報界，以《香港近事編録》爲舞臺，宣揚新知，

鼓動改革。與此同時，他從了解“西國日報”開始，對近代報刊

的“功用”有了一係列更爲理性的認識。

王韜首先對報刊“通外情於内”的作用極爲珍視，認爲“日

報”是國人“留心西事”的津梁。早在 １８６４ 年的《代上蘇撫李宫

保書》中，王韜就對中國“二十年來，上下恬安，視若無事，動循

古昔，不知變通”，於“西人之事毫不加意”，“受其所損，不能獲

其所益”，“習其所短，不能師其所長”等弊端陋習提出尖銳批

評。〔９０〕１８７０ 年，王韜在《代上丁中丞書》中又以魏源當年撰著

《海國圖志》時，“西事之書，無可采擷，甚至下及馬禮遜之《每月

統紀傳》”爲例，批評“中士之弊，則在甘坐因循，罔知遠大，溺心

章句，迂視經猷，第拘守於一隅，而不屑馳觀乎域外”。〔９１〕在王韜

看來，“西國事迹之詳，莫詳於郵報”，〔９２〕因而，對其積極加以利

用，完全可以改變上述國人昧於外事的種種弊端。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年代之交，香港、上海等地一時報刊林立，王韜爲之歡欣鼓舞：

今日者，《遐邇貫珍》刊於香港，《六合叢談》刊於上海，

《中外新報》刊於寧波，其他如《七日録》、《近事編》，日報郵

傳，更僕難悉。雖言非雅訓，而事堪考核。〔９３〕

他甚至準備以這些報刊資料爲素材，甄削鈎稽，“以一生精力，

輯成《續海國圖志》一書”，〔９４〕以助國人開闊眼界，了解“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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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對報刊在“達民情”、“通消息”方面的功用也有了更真

切的體會。１８７０ 年，王韜在《上丁中丞書》中懇切指出：

西國政事上行而下達，朝令而夕頒，幾速如影響，而捷

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報爲之郵傳也。國政軍情，洪纖畢

載，苟得而遍覽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９５〕

王韜盛贊西國國政民情通暢自如的背後，藴含著他對日報在國

家政治生活中疏通民情、聚合人氣、傳遞消息等重要作用的積極

認同。在王韜看來，日報不僅是了解國政軍情的工具，而且是上

情下達的橋梁。因此，對其不能不高度重視。

王韜不僅認爲報刊可以“通外情於内”，〔９６〕而且還認爲報

刊同樣可“正内情於外”。〔９７〕鴉片戰争後，隨着國門被打開，西

文日報紛紛落脚國内。然而，出於殖民統治的需要，西方人所辦

的這些外文報刊大都對中國抱有很深的成見，甚至不惜歪曲事

實，惡意製造中外之間的對立。王韜揭露説：

顧同一西人日報也，在歐洲者其言公而直，在東土者其

言私而曲，夫彼非甚愛我中國，以無成見也，此非甚仇我中

國，以有先入之言爲之主，而輕蔑疑忌之心使然也。甚且交

構其間，顛倒其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俾中外因是

失歡。〔９８〕

權衡得失，王韜諫言丁日昌，希望清廷自辦西文日報，以“直書

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達之於其國中”，〔９９〕以正視聽。

值得一提的是，王韜對報紙操持清議，影響政局的作用也有

了清醒的認識。約於 １８７３ 年年初，王韜撰著《英國新報之盛

行》一文，詳細介紹英國《泰晤士日報》的編輯、發行等情况。文

中，王韜用大量筆墨對該報總主筆低靈的日常活動、行事風格多

有記述。他稱贊低靈“文字超卓不群”，“了於衆情，稔於輿論”，

“於軍國大計昭然若指諸掌”。〔１００〕他尤其欽羨低靈報業生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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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生的巨大影響。

總主筆雖無職位於朝，而名貴一時，王公大人皆與之交

歡恐後，常人之踵門求見者罕睹其面，是以人皆願爲是館之

總主筆，而不願爲英國之宰臣。〔１０１〕

從低靈在英國所獲得的隆名盛譽中，他進一步看到了報刊“繫

於朝廷之清議，閭閻之公論，而得以陰持其政柄”的巨大威

力。〔１０２〕堅信“西國日報一端”，决不可“以小道視之”。〔１０３〕他説：

宰臣之所操者，朝權也，而總主筆所持者，清議也。清

議之足以維持國事，泰西諸國皆奉以爲矜式，由是觀之，日

報一道，安可忽乎哉？〔１０４〕

王韜對近代報刊作用的上述認識和主張，實際上已觸及對

作爲一種傳播媒介的報刊的一些本質性的體認，體現出他對近

代報刊輿論的高度重視。其中，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王韜始終注

意到報刊在溝通朝野政治，國政民情方面的積極作用。王韜所

一再强調的“日報一道”不可“忽”，不可“以小道視之”，多半都

是以此立言的。因此，在王韜眼中，“日報”不僅有“道”，而且所

載的還是“大道”。因爲，中國要實現自强，根除長期以來“政事

壅於上聞”、〔１０５〕一般讀書人昧於“世情”等痼疾，“日報”將是一

個有力而重要的工具。

王韜後來創辦《循環日報》實際上正是以上述認識爲基礎。

《循環日報》發刊時，王韜親擬《本局日報通啓》、《本館日報略

論》、《西國日報之盛》、《日報有裨時政論》等文，〔１０６〕集中闡述

《循環日報》的創辦宗旨。在這些文章中，王韜除沿襲前述的一

些主要觀點之外，還特别强調了創辦《循環日報》的政治用意。

一是教化社會，懲惡揚善。王韜認爲，報紙本身應承擔相應的社

會責任，而經常性的刊登一些來自民間的風聞逸事，即可以實現

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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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於風聞，得其大概者，不過借彼事端發揮胸臆，以

明義理之不誣，報應之不爽，俾衆生感發善心，消除惡念，發

幽光於潛德，開悔悟於愚民而已。〔１０７〕

因此，對於一份報紙來説，重要的并不是它所刊載的這些“風

聞”的真實性，而是它所具有的社會教育意義。總之，“一以隱

惡揚善爲歸”，“俾觀者得以感發善心，懲戒逸志”。〔１０８〕二是服務

當道。王韜指出，建言當道是天下士子學人的應盡擔當，而辦報

論政，刊載時事正是讀書人服務朝廷的一種有效途徑：

吾儒束髮受書時固早以致君澤民爲己任，乃既不獲如

志，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窮而又瞻顧彷徨，使平生之見解，

不得托諸空言，身似寒蟬，豈非真負天地生我、君師成我、父

母育我之德乎？〔１０９〕

可見，士人論政乃天經地義，而所謂的“好名之譏”、“位卑言

高”、“妄談當局”等思想顧慮都只是迂腐之見。不僅如此，王韜

還認爲，報紙刊載時事、評議時政這一做法與古代執政者的博采

輿評頗爲相通。他説：

且日報之設，名雖未創，而實則相因。古者鞧軒出使，

采取風謡，謗木善旌，植之道左，亦所以周知民隱，此物此志

也。况日報所登時事，無非獨抒管見，以備當事者采擇而

已。〔１１０〕

因此，報紙的“刊布馳行”，極“有裨時政”，〔１１１〕對此，不值得大

驚小怪，更不可無端非議。

相比於前述王韜對近代報刊諸多功能的闡發而言，《循環

日報》創辦時，王韜更著意於揭示創辦該報的政治用意。表面

來看，這一揭示只是他先前思想的自然延伸。但深入分析，就會

發現，其背後所展現的却正是王韜渴望參與政治、并試圖以建言

當道的方式服務朝廷這一中國傳統讀書人歷史使命感的某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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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因而，無論是他所申述的“俾在上者知所維持，在下者知所

懲創”的良苦用心，〔１１２〕還是他所表達的“獨抒管見，以備當事者

采擇”的積極追求，〔１１３〕都無不表露出其内心深處心繫廟堂，眷

懷家國的濃濃情懷。

王韜毫不掩飾他的功名意識和用世情懷，并多次宣示這是

他創辦《循環日報》的主要動力：

韜雖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闕，每思熟刺外事，宣揚國威。

日報立言，義切尊王，紀事載筆，情殷敵愾，强中以攘外，諏

遠以師長，區區素志，如是而已。〔１１４〕

又説：

韜雖才識庸下，智慮淺薄，學問簡陋，而未嘗一日無用

世之志。淪廢遐裔，罔所舒展，抑鬱之懷，一發之於文字間，

即至降而爲日報，亦務在尊中而抑外。〔１１５〕

顯然，早年科場的失利，其後的傭書海上，甚至後來的遁迹香港，

所有這一切都没有泯滅王韜心中“致君澤民”的理想。報章作

爲一種新生事物，它的出現，爲王韜一展其抱負提供了機遇。因

爲通過這種先進的傳播方式著書立説，既可以參與現實政治問

題的討論，發揮自己所長，以自己的文章影響當道，又可以介紹

新知，教化百姓，求民隱，達民情，起到溝通上下中外的橋梁作

用。王韜從英國歸來後，以高昂的熱情投身香港報壇，進而創辦

《循環日報》，其主要動力，正在於此。

三、 王韜在港初期之交游和
報刊業務之歷練

　 　 王韜在介入香港報界的過程中，先後結識了一批當時活躍

在香港報界、商界和華人社會中的知識人士。王韜同這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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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交往，對推動和促成後來《循環日報》的創辦多有助益。同

時，王韜創辦《循環日報》前，在《香港近事編録》報館供職達數

年之久，積累了豐富的辦報經驗，形成了鮮明的辦報風格，這在

一定程度上也對日後《循環日報》的創辦發揮了積極影響。

王韜在港初期所結識的知識人士大致可分成兩類，一類是

黄勝、陳善言、張宗良等有一定西學背景和報業經歷的人士，一

類是馮普熙、梁安、陳瑞南等買辦和商人。

黄勝是香港華文報界的元老。香港第一份華文報刊《香港

中外新報》的問世，其首創之功甚偉。黄勝所長，主要有二：一

是精通英語，二是印刷技術嫻熟，有長期从事印刷業的經歷。據

史料記載，黄勝 １８４８ 年從美國回國後，先在《德臣西報》學習印

刷，後又長期供職英華書院印刷所，這一經歷前後長達十餘年之

久，積累了豐富的出版、印刷經驗。〔１１６〕黄勝與王韜相識較早，王

韜在《火器説略》“前序”中説：

庚辛之間，江浙淪陷，余以避兵來粤……時西儒理君雅

各方譯《尚書》，招佐編輯，因識黄君平甫。〔１１７〕

但據《王韜日記》，兩人實際相識時間比這更早。《日記》同治元

年閏八月二十一日（１８６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記云：

晴。黄勝兄來訪，能官白，曾於癸丑年至上海，携花旗

公使往昆山，見江督怡良，所請未成。後因劉麗川之亂，旋

返粤。〔１１８〕

王韜八月十一日到港，黄勝來看他時他居港正好 １０ 天。從王韜

《日記》的口氣和所述内容判斷，可能在 １８５３ 年黄勝抵滬時二

人已經相識。由於黄勝留學美國，通西語，加之被入李鴻章幕下

的老同學黄寬推薦，遂爲江蘇巡撫李鴻章看中。李鴻章托江南

製造局總辦丁日昌，屢次致函黄勝，邀其北上協辦炮局。〔１１９〕王

韜得知有關情况後，遂建議黄勝貢其所知。後王韜和黄勝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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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譯成《火器説略》一書，呈送李鴻章、丁日昌等當道。譯書

過程中，王韜代黄勝先後多次修函李鴻章、丁日昌，陳述有關變

革自强的諸種方略。藉此機會，王韜的才華爲李鴻章、丁日昌所

知，并受其推許。王韜更是由此結識丁日昌，視其爲“生平第一

知己”。〔１２０〕據不完全統計，截至《循環日報》創辦前，王韜先後上

書丁日昌的信函多達 ５ 封，〔１２１〕其中代黄勝上書的即有 ３

封。〔１２２〕觀諸隨後王韜在《循環日報》撰著的一些有關變革的“論

説”，其思想源頭大多源於這些早期“上書”。王韜和黄勝的交

往，必須提到的，還有 １８７１ 年王韜和黄勝等人出資購買英華書

院印刷所的印刷器材一事。當年，英華書院及教會印刷所停辦，

原屬教會印刷所的印刷器材除一部分被京師同文館購置外，其

主體部分均被黄勝和王韜等人隨後集資承購。〔１２３〕在此基礎上，

成立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并决定日後創辦中文報刊。〔１２４〕顯

然，在中華印務總局成立過程中，黄勝所起的作用，别人無法取

代。尤其是這批印刷器材的購置，是决定日後《循環日報》創辦

的關鍵舉措，或許出於這樣的原因，《循環日報》創辦後，黄勝曾

出任該報“總司理”。〔１２５〕

王韜和黄勝的交往主要出於同齡人之間的私誼，黄勝早年

的留美背景，熟稔西學，精通印刷，以及在香港報界和出版界的

顯赫地位，都對王韜有一定的吸引力。而王韜傳統文化根底深

厚，倡導西學，關心國事，思想見解卓爾不群等特徵同樣爲黄勝

所嘆服。這也是王、黄二人交往較深并在事業上相互倚重的主

要原因。

王韜和陳善言、張宗良的交往稍異於黄勝。陳善言和張宗

良爲成長於香港華人社會中的知識精英。他們二人雖無留洋經

歷，但早年均畢業於香港聖保羅書院，〔１２６〕受過一定西學教育。

又都先後擔任過港英政府書吏，出任過西人所辦報刊“主筆”。

對香港華人社會和英國殖民機構的情况較爲熟悉。如陳善言先

充任香港巡禮府書吏，後出任《德臣報》“副主筆”。〔１２７〕張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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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擔任《香港近事編録》“主筆”，後赴任香港華民政務司書

吏。〔１２８〕另外，他們雖求學於英國殖民者所辦的教會學校，但早

年都受過一定傳統儒學教育，因此都有程度不同的愛國心和實

現民族振興的責任感。如張宗良著有《馭外芻言》，對鴉片戰

争、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中外局勢的變動表現出深度關

注。〔１２９〕陳善言供職報界後不久，就對“香港於唐字日報獨爲缺

如”〔１３０〕的現狀深懷不滿，遂先在《德臣西報》内附設《中外新聞

七日報》中文專刊，後以此爲基礎，辦成《香港華字日報》。陳氏

辦報之初，一再强調“不圖弋利求豐”，“專求利益於唐人”，〔１３１〕

使中國士民於“中西情事”“悉知遍及”，〔１３２〕達到“佐中治而稔

外情”，〔１３３〕“增益識見，擴新耳目”等目的，〔１３４〕其渴望中國自

强，捍衛華人利益的拳拳之心溢於言表，真實感人。

張宗良和陳善言不僅在思想上與王韜多有共鳴，而且在成

就王韜的事業方面也不遺餘力，襄助有加。《普法戰紀》一書，

就是在陳善言和張宗良的鼎力協助下得以問世的。〔１３５〕而正是

張宗良、陳善言在協助王韜譯撰《普法戰紀》的過程及其相互交

往中，他們才對王韜邃於西學，才學識三長兼具等諸多優長有了

深刻體認。王韜後來被香港中華印務總局諸同人一致推舉爲

《循環日報》“正主筆”，〔１３６〕并隨後“總司厥事”，〔１３７〕顯然與陳善

言、張宗良等香港本地知識精英對王韜個人才具的極力推崇有

很大關係。

王韜對陳善言和張宗良也頗有好感。１８７５ 年，王韜鄭重向

丁日昌推薦陳、張和伍廷芳三人。認爲三位皆爲香港華人圈中

之“佼佼者”，“能於西國語言文字而具有深識遠慮”。言張宗良

“明於歐洲形勢，能見其大”。贊陳善言學“不名一家”，“律例有

所深知”，“以華人而作西報，向所未有”，還把張宗良的著作《馭

外芻言》“略加删潤”，一同寄予丁日昌，供其“以備采擇”。〔１３８〕

陳善言後來出任清廷駐古巴薩馬丹總領事官，〔１３９〕張宗良擔任

駐日本使館翻譯，〔１４０〕可能都與王韜的推薦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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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王韜和陳善言在辦報方面的相互倚重更多。陳

善言創辦《中外新聞七日報》，王韜曾多次爲其撰稿，後來《香港

華字日報》創辦後，王韜在擔任《香港近事編録》主筆的同時，仍

一如既往地爲其寫稿。不僅如此，爲了支持該報的工作，王韜的

一些著作如《瀛壖雜識》及譯撰之《普法戰紀》等都在該報部分

刊載或連載，産生了較大影響。由於王韜和陳善言之間的相互

支持，加之二人都有一定的辦報經歷，而且在决意創辦“華人操

權”的華文報刊方面多有共識，因此，《循環日報》創辦時，陳善

言出任該報“總司理”。〔１４１〕

王韜除和陳善言、張宗良等知識人士多有交往之外，他還和

當時活躍於香港華人界的一部分華商和買辦如馮普熙、梁安、陳

桂士等人聯繫較多。這也是促成日後《循環日報》創辦的有利

因素之一。

馮普熙爲寓居香港的廣東東莞籍商人，香港有利銀行買辦。

精通西學，關心時局，熱心華人公益事業。馮氏在港期間，與香

港早期的著名華文報刊《香港中外新報》和《香港近事編録》都

有較多聯繫。他曾致函《香港中外新報》主筆，詢問泰西“製造

銅帽之法”〔１４２〕和“泰西製造急粉之法”，深獲《香港中外新報》

主筆之贊許，稱其“今好學深思之士也，平日留心經濟，見製器

格物有關實用者無不周諮博覽，以求其通”。〔１４３〕馮普熙還參加

了由《香港近事編録》發起的“中外强弱論”的報刊徵文討論。

所著《答中外强弱論》一文，主張“除弊”。〔１４４〕在當時亦産生了

一定影響。馮普熙與王韜在港期間交往頻繁，主要與二人思慮

接近有關。１８７０ 年天津教案發生後，馮即與王韜商討事件起因

及其應對方略。馮氏的有關見解深得王韜心許，王韜稱其爲

“今之深識遠慮之士”。〔１４５〕王韜《普法戰紀》撰成後，馮也“大加

嘆賞”，并同華商陳桂士等人一起在報端發布“徵刻”啓事，以

“贊襄剞劂”，〔１４６〕推動該書及早出版。《普法戰紀》出版前後，

馮普熙還和伍廷芳一起，發起徵設“香海藏書樓”活動，〔１４７〕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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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得到王韜的積極支持。王韜在其所撰《徵設香海藏書樓

序》中欣然稱頌：“善矣哉！馮、伍二君之爲斯舉也。此向者所

未有之於今日者也……蓋天欲特興文教於港中，故假手於諸君

子以成之耳。”并預言此義舉將一改香港“儲積富饒，獨書籍闕

如”，“文教未備”等窘况，“港中之媚學好奇者，識充聞博必迥越

於疇昔”。〔１４８〕１８７３ 年，王韜及其他香港諸同人共同醵資籌辦

“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并决定創辦《循環日報》。馮普熙先後擔

任中華印務總局“值理人”和《循環日報》“值理”。〔１４９〕由此推

斷，香港中華印務總局成立和《循環日報》創辦時，馮普熙都是

主要股東和贊助人之一。顯然，馮普熙的“贊襄其間”，從財力

上保證了“中華印務總局”和《循環日報》的創辦，爲王韜事業的

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

梁安和陳桂士都爲香港著名華商。梁安，字鶴巢，廣東順德

人。曾任香港和記洋行華人經理。陳桂士，字瑞南，廣東新會

人。同馮普熙一樣，梁安和陳桂士也非常熱衷香港的公益事業，

努力爲香港華商争取權益。１８６９ 年，梁安“集衆籌謀，擴充舊

址”，〔１５０〕與陳桂士一起發起設立香港東華醫院。１８７２ 年，王韜

《普法戰紀》成書，陳桂士同馮普熙一起在報端發起“徵刻”活

動。《普法戰紀》付梓時，王韜還請陳桂士爲該書作序。〔１５１〕王韜

對梁、陳等人創辦東華醫院的義舉也鼎力相助，王韜擔任《香港

近事編録》主筆期間，對東華醫院的情况多有報道。〔１５２〕１８７２ 年

東華醫院落成，王韜還應梁安之請，欣然撰序，志其創建始

末，〔１５３〕并另撰楹聯兩幅，以示祝賀。〔１５４〕王韜與梁安、陳桂士等

人之間的相互支持一直延續到《循環日報》的創辦。１８７３ 年，中

華印務總局成立，梁安、陳桂士均以股東身份贊襄其間，一同出

任該局“值理人”，〔１５５〕１８７４ 年 ２ 月，《循環日報》創辦，梁、陳二

人又同時擔任該報“值理”。

王韜本爲一清廷查拿的逃犯，流寓香港之初，落寞寡歡，處

事低調。不意到了 １８６０ 年代中後期，却時來運轉，聲名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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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在王韜周圍，不僅集結了一部分像陳善言、張宗良等的

知識精英，而且聚合了像馮普熙、梁安、陳桂士等的香港華人界

的頭面人物。王韜頗受他們的推崇和擁戴。其中的主要原因，

除了王韜富有忠君愛國之心、飽讀詩書、學識深湛、精通洋務西

學等個人魅力外，還與王韜在港期間敢於捍衛華人利益，在制止

和聲討販賣華人爲奴等事務上與上述人士密切配合、積極行動

有關。香港割讓以後，販賣華工前往美洲充當苦力的“豬仔”貿

易日行猖獗，屢禁不止。這些活動大都以葡萄牙殖民者管制下

的澳門爲據點，嚴重傷害了中國人的利益。王韜自 １８７０ 年從英

國歸來後，便積極投入到揭露和制止澳門非法販賣苦力的活動

中。“數年間”，他“或延律師以與之辨析，或糾同志捐資代贖，

或反復呈請於英官秉公釋放”，“雖赴湯蹈火、傾篋傾囊亦所不

辭，務欲其出諸水火而登諸衽席而後已”，〔１５６〕爲此做出了不懈

的努力。揭露和制止非法販賣華人爲奴一事被同樣熱衷華人事

務的馮普熙、梁安、陳桂士等人所關注和支持。如壬申年四月初

五日，陳桂士和黄勝同往香港金寶銀行拜見赫德。拜會中，“陳

君（指陳桂士）毅然論及放買豬仔一事深爲中國之害，請公（指

赫德）轉奏朝廷，中外協力删除此弊，以重民命，即以所編《豬仔

之弊款》呈公，公欣然納”。〔１５７〕同一時期《香港中外新報》刊出

的香港華商答謝英國律師爲華人洗冤的“頌詞”中，也常有梁安

和陳桂士的署名。〔１５８〕至於馮普熙，更是日後以“防範誘拐，保障

婦孺”〔１５９〕爲宗旨的香港保良局的發起人和主辦者之一。〔１６０〕這

表明，王韜所從事的活動一定得到了馮、梁、陳等“同志”的支

持，并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敬仰。除此之外，１８７０ 年初期，王韜

還在報端發表了不少關於開礦築路，興利除弊等主張的政論文

章，其中大都反映了這部分華商的願望和要求。王韜在港期間

的這些活動和作爲，拉近了他和香港華人社會的距離，也爲他進

一步融入香港華人社會奠定了基礎。因此，不僅王韜希望有華

人自己做主的報刊問世，而且香港的華人社會也企盼能有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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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權益的輿論代言人出現。在此前提下，當王韜、黄勝等人於

１８７３ 年發起創辦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并决定創辦華文報刊

時，當然會受到馮普熙、梁安、陳桂士這些華商領袖的積極支持。

他們中的一些人如馮普熙、梁安等樂於充任“中華印務總局”和

《循環日報》的股東，從財力上踴躍支持獨立的華文出版和報業

事宜，這些行動正是他們這一願望和要求的充分表達。

王韜在《循環日報》創辦前，已在《香港近事編録》報館擔任

編輯和主筆多年。流寓香港期間，王韜與香港其它華文報紙

《香港中外新報》、《香港中外新聞七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等

也聯繫頗多，其中，由陳善言負責先後籌辦的《中外新聞七日

報》和《香港華字日報》，王韜很可能還兼任過一定的編輯事

務。〔１６１〕因此，對於報紙編輯的具體業務，王韜相當熟稔。尤其

是在《香港近事編録》報館的多年歷練，鑄就了王韜鮮明的辦報

風格，這些風格幾乎都在後來的《循環日報》得到顯現，并加以

發揚光大。

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王韜主持《香港近事編録》筆政

期間的辦報風格主要有三。一是重視報刊言論。報刊之有論

説，并不自《香港近事編録》始，〔１６２〕但是在重視報刊言論方面，

《香港近事編録》的確走在了同一時期其它華文報刊的前面。

據筆者對 １８６９—１８７２ 年間《上海新報》轉載的《香港近事編録》

和《香港中外新報》的文章比較分析，發現無論是論説文章的數

目還是具體内容，《香港近事編録》都比《香港中外新報》要更爲

突出。〔１６３〕尤其是在論説文章的内容上，《香港近事編録》具有明

顯的優勢。這些文章幾乎都涉及有關國計民生和國際時事的一

些重要問題，有較强的針對性和現實感。二是濃鬱的世界意識。

關注國際時事，重視對國際時事的譯介、報道和評論是《香港近

事編録》的另一特徵。《香港近事編録》不僅注重對世界各國歷

史、文化、科技、風俗等相關知識的一般介紹，而且還注重對國際

時事的評論。更難能可貴的是，該報刊發的一些國際時評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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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展露出自覺運用國際眼光觀察和分析問題的痕迹，并能據此

提出相應對策。譬如，《香港近事編録》所刊發的一系列由王韜

撰著的對普法戰争的評論即是如此。評論中，王韜已能相當嫻

熟地從“歐亞一體”的視角立論，深入考察普法戰争對世界形勢

和中國局勢産生的深遠影響，并據此呼籲中國“變法自强”。〔１６４〕

三是較强的民族性格。《香港近事編録》是一份由澳門土生葡

萄牙人所辦的華文報刊，由於“行主西人”，“秉筆雖華人而立言

者固西人”。〔１６５〕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或在一些涉及西洋人根

本利益的問題上，該報發表一些維護欧洲人利益的觀點和“論

説”自無可厚非。〔１６６〕然而，筆者所搜集到的各報轉載《香港近事

編録》的百餘篇該報文章中，還未見一篇類似文章。相反，抨擊

西方殖民者販人爲奴及從事鴉片貿易，尖銳批評傳教士所辦的

《中西聞見録》中有關文章言論的悖謬，〔１６７〕指斥西方人斷然否

認作爲中華民族祖先的龍的存在過於自信等的文章却不在少

數。〔１６８〕同樣，較早在該報發起有關“中外强弱論”的討論和報紙

徵文活動，努力爲 １８６０ 年代初興起的自强運動推波助瀾、倡導

保護華商和海外傭工的華民、褒揚兩廣總督瑞麟治粤政績和用

人方略、〔１６９〕爲清廷重臣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時的過失辯誣〔１７０〕

的文章也頻頻刊出。凡此表明，作爲一份澳門土生葡萄牙人所

辦而由王韜編輯的華文報刊，《香港近事編録》在輿論風格和思

想傾向方面，的確注意捍衛中國人的利益，其措辭立意，并未像

其它外人所辦的華文報刊那樣，唯西人馬首是瞻。因而，《香港

近事編録》有較强的民族性格，這無可置疑。

王韜擔任《香港近事編録》主筆期間所體現的上述辦報風

格，後來問世的《循環日報》幾乎都有繼承和發展。《循環日報》

注重刊發“論説”、積極關注中外時局的變化，尤其是偏重議論

國際時事以及主張“華人操權”，〔１７１〕“裨益我華人”等特徵，〔１７２〕

都脱胎於先前的《香港近事編録》，明顯受到《香港近事編録》辦

報風格的影響。同時，王韜後來强烈抨擊西方報紙和外人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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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華文報刊操持輿論，“揚外抑中”、〔１７３〕“措詞命意未免徑

庭”等弊病，〔１７４〕多半也與王韜較長時間供職《香港近事編録》報

館、不斷觀察和深刻體認西人辦報的利弊得失有關。

由此可見，王韜擔任《香港近事編録》主筆所積累的經驗，

以及由此形成的辦報風格，乃至辦報思想上發生的重要變化，都

對後來《循環日報》創辦有非同尋常的影響。

四、 《循環日報》誕生之外圍因素

《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除了文中已經論列的因素之外，

其它的一些外圍因素也值得重視。

首先，《循環日報》誕生於《香港中外新報》、《香港近事編

録》和《香港華字日報》等華文報刊之後，這些報刊的競相問世，

實際上爲《循環日報》的創辦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對象。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

的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

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１７５〕

歷史表明，無論是報刊本身的編輯事務，還是報刊創辦及其具體

的管理經營模式，由《香港中外新報》以來所形成的一些傳統都

對《循環日報》的創辦産生了積極影響。相對來説，正是由於香

港華文報刊的辦報風格已經成型，《循環日報》的創辦才有現成

路徑可循，并能在原有各華文報紙的基礎上適度創新。相反，如

果缺少相應的借鑑對象，《循環日報》要取得後來的成就，恐怕

會困難一些。這説明，《循環日報》與香港各華文報紙的淵源關

係，確是《循環日報》創辦的一個重要先决條件，其中尤其受惠

於《香港近事編録》。《香港近事編録》不僅培養了王韜這樣中

國近代最早的職業報人，而且也孕育了作爲近代民族報刊傑出

代表的《循環日報》。因此，外人所辦華文報刊對《循環日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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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所起的助推作用顯然不可小視。

其次，《循環日報》的創辦，也與 １８６０ 年代以後，特别是

１８７０ 年代初期香港社會出現的一些較明顯的變化有關。首先

是香港華商實力的崛起。１８６０ 年代以後，香港的航運業、金融

業、中轉貿易，都有較大發展，１８６９ 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更進

一步推動了香港作爲中轉貿易港地位的確立。受此驅動，香港

華人經濟呈迅速增長態勢，經濟實力超邁從前。一部分經濟上

日漸崛起的華商開始關注華人社會和自身利益的維護，致力於

華人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在此關頭，他們迫切需要輿論的支

持和聲援。《循環日報》的創辦正好適應了這一趨勢。從這個

意義來説，如果早期的《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問世標志著香港華

商階層的初步形成，那麽《香港華字日報》和《循環日報》的創辦

正是香港華商勢力崛起并開始走向强大的反映。這説明，《循

環日報》的誕生確有其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其次是 １８７０ 年代

後香港文化環境的逐漸改善和一部分華人知識精英的成長。

“香港本南徼瀕海一荒島”，〔１７６〕“向者爲盜賊之萑苻，飛走之園

圃”。〔１７７〕但 １８７０ 年代後，隨著香港華商實力的崛起和一部分華

商樂善好施、散財興學，香港的文化環境也隨之發生改變。故

“昔爲棄土，今成雄鎮”，〔１７８〕不僅“貨琛自遠畢集”，“操奇贏術

者趨之若鶩”，〔１７９〕而且“游觀之地，踵事增華，此外如博物院、藏

書庫，亦皆次第建築”。〔１８０〕王韜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記述這一變

化説：

丁卯之冬余往游泰西，遍歷英、法諸國，及余掛帆東還，

歲在庚午，頓覺港中氣象迥殊，人士多彬鬱謹願，文字之社，

扶輪風雅，宣講格言，化導愚蒙，率皆汲汲然引爲己任。〔１８１〕

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年代之交，推動香港文化環境改善的基本動力主要

來自當時活躍於香港華人社會、并爲其謀求權益的新興華商勢

力以及一部分接受西方傳教士教育和培養的香港本地知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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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因此，王韜在贊佩香港文化環境漸趨改善的同時，也對這部

分華商和知識精英“汲汲然引爲己任”，致力香港文化事業發展

的義舉表示由衷贊賞。值得注意的是，這批知識精英雖然多半

出自香港聖保羅書院和香港大書院等教會學校，接受了一些近

代的西學教育，但同時又具有一定的民族情感，眼界開闊，不滿

現狀，渴望中國富强。因而，他們同樣是致力香港文化事業發展

的生力軍和捍衛香港華人權益的力行者。《循環日報》的創辦，

理所當然地受到他們的支持。

第三，從更大範圍看，《循環日報》的創辦，與 １８６０ 年代後

清廷啓動自强運動，“洋務”受到時人重視這一社會大背景有

關。王韜生動地記述這種變化説：

咸豐初元，國家方諱言洋務，若於官場言及之，必以爲

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雖有其説，而不敢質之於

人。不謂不幾十年，而其局大變也，今則幾於人人皆知洋務

矣。〔１８２〕

説“人人皆知洋務”，或許有些誇張，但由此不難明白，推崇洋

務，以兢尚洋務爲高明，似乎已成爲 １８７０ 年代後朝野内外的一

種風氣。香港既僻處邊陲一隅，又當中外南北交通之衝，交通便

捷，信息發達，輿論空間相對廣闊。因此，中外時勢的變化首先

能在這裏引發回響。事實上，從 １８６０ 年代中後期開始，直到《循

環日報》創辦，香港輿論界關注内地洋務自强運動的勢頭始終

未减。１８６０ 年代末期《香港近事編録》發起有關“中外强弱論”

的討論和報紙徵文活動，１８７０ 年代初期《香港近事編録》、《中外

新聞七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不時刊載有關呼籲洋務的“論

説”，都是香港輿論界和内地洋務運動遥相呼應的重要體現。

《循環日報》問世於 １８７０ 年代，它當然不能不受到這一時代氛

圍的影響。顯然，客觀環境的變化，洋務潮流的興起，實際上爲

《循環日報》創辦營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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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論推動和導致《循環日報》創辦的幾種重要因素，實

際上都是《循環日報》産生的一些外部間接因素或外部環境。

雖然，相對於文中所論有關《循環日報》創辦的諸多内因來説，

這些外因顯得次要一些。但是，仔細深究，導致《循環日報》創

辦的這些諸多内因同樣離不開上述這些外因的影響和作用。王

韜等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創辦《循環日報》，從一定意義上來説，

正是他們較好把握這些外圍因素或外部環境，并對其積極加以

利用的結果。

五、 結　 　 論

行文既竟，作三點結論。其一，《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與

作爲重要創辦人之一的王韜在《循環日報》創辦前廣泛涉足香

港諸多華文報刊關係甚巨。在這一過程中，王韜近代報刊輿論

意識的形成，王韜與香港報界、商界和華人社會中的知識人士的

廣泛交往所建立的良好關係，以及王韜在《香港近事編録》報館

長期歷練所積累的豐富的辦報經驗和鑄就的鮮明的辦報風格，

都不同程度地爲《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動

力、人事財政保障以及相應的業務基礎。這是日後促成《循環

日報》成功創辦的最主要原因。其二，《循環日報》的成功創辦，

亦有賴於香港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環境以及香港較長時期以來華

文報刊較爲發達等諸多外圍因素的輔助。香港華商實力的崛

起，文化環境的不斷改善、相對寬鬆和廣闊的輿論信息空間、香

港華文報界對内地洋務自强運動的熱情關注，以及香港華文報

刊所形成的日趨成熟的辦報模式，這都爲《循環日報》成功創辦

提供了適宜的社會土壤和相應的先决條件。然無論如何，相對

於王韜的個人努力及其所起的關鍵作用，這些外圍因素仍是次

要和輔助性的。其三，《循環日報》創辦緣起的多樣性體現出歷

史問題背後的複雜性。只有對作爲《循環日報》重要當事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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韜的思想狀况及個人交往活動予以近距離的觀察和深入的實證

研究，《循環日報》成功創辦的諸多重要、鮮活的内部直接因素，

才能如實和較爲清晰地展現出來。這也是研究《循環日報》的

創辦緣起在方法論上得到的一點啓示。

（作者：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注釋：

〔１ 〕　 目前所知，以往真正涉及這一具體問題研究的只有臺灣的賴光臨先生。賴

先生在 １９６７ 年刊布的《王韜與〈循環日報〉》一文中指出：王氏創辦《循環日

報》，除了早期與西方傳教士之交游、與歐美及香港報業之接觸外，其主要之

因素，或有三端：一曰維生計，二曰求自見，三曰謀自强。見賴光臨：《王韜

與〈循環日報〉》，《報學》，第 ３ 卷，第 ９ 期，第 ５５ 頁。此外，夏良才在 １９９２ 年

發表的《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和〈循環日報〉的創辦》一文中也簡略涉及這一

問題。夏文指出：“王韜爲什麽要創辦日報呢？這應該説與他亡命香港和游

歷西歐各國的生活經歷有關。”見《歷史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９ 頁。其

他論著，大凡對這一問題，都未納入討論之列。譬如，２００２ 年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出版的卓南生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訂版、２００５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穀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等，均是如此。

〔２ 〕　 種種迹象表明，賴光臨對《循環日報》的研究是在没有看到《循環日報》的情

况下完成的，因此，賴文所用材料以旁證居多，一些論斷也多係推測。

〔３ 〕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也未專門討論《循環日報》

創辦的起因，不過，該書在“鴉片戰争後香港報業的興起”一節中，以總括性

的手法敘述香港近代商業和外貿業的繁榮、英國占領香港後寓港華人人口

的不斷增長、港英政府較爲寬鬆的新聞管理制度等諸多表現，藉此説明近代

香港華文報刊産生和發展的社會條件。這一研究路徑在借助歷史唯物主義

的理論之光研究問題方面較有代表性，但是，由於它未能擺脱過多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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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討論問題的窠臼，因此難免忽略了歷史問題的複雜性，不可避免地帶有

一些粗枝大葉的痕迹。見方漢奇主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８５—２８８ 頁。

〔４ 〕　 《遐邇貫珍》影印文本，１８５４ 年第 ７ 號、８ 號。〔日〕松浦章、〔日〕内田慶市、沈

國威：《〈遐邇貫珍〉的研究》，日本吹田：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２００４ 年，以

下所引《遐邇貫珍》均據此版本。另，２００５ 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又翻譯出版了

該日文版影印本。見〔日〕松浦章、〔日〕内田慶市、沈國威：《遐邇貫珍》（附

解題索引），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

〔５ 〕　 《瀛壖日志》爲王韜咸豐三年三月十一日至咸豐四年正月初一日日記（１８５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１８５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美國學者柯文在其《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一書中最早

使用并録有這部分日記。此處引自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

晚清改革》，雷頤、羅檢秋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７ 頁。以

下均據此版本。

〔６ 〕　 王韜：《瀛壖雜志·甕牖餘談》卷 ３，陳戍國點校，長沙：嶽麓書社，１９８８ 年，

第 ７８ 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７ 〕　 《遐邇貫珍》影印本，１８５４ 年第 ７ 號，第 ６３５ 頁。

〔８ 〕　 陳正青整理：《王韜未刊日記、雜録》，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

文獻》，第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２８ 頁。《王韜日記》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也有對應雨耕的介紹：“雨耕名龍田，祖籍浙江蘭溪

人，固武世家。其父謁選至京，遂家焉。後爲廣東副將，又徙於粤。爲人慷

慨，以膽略自負，待友誠至悱惻，意氣激昂，亦奇男子也。”見方行、湯志鈞整

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６ 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９ 〕　 關於《遐邇貫珍》的研究，目前所知的最早研究成果當推新加坡學者卓南生

１９７４ 年在日本立教大學《應用社會學研究》刊布的《〈遐邇貫珍〉（１８５３—

１８５６）———對香港最早的中文月刊報紙的探討》一文，該文後收入卓氏《中國

近代報業發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訂版，第 ５ 章。

〔１０〕　 《遐邇貫珍》爲月刊，自 １８５３ 年 ８ 月創刊至 １８６６ 年 ５ 月停刊，實際月數爲 ３４

月，故應出 ３４ 册，但由於 １８５４ 年 ３ 月停 １ 期，當年 ４ 月所出該刊合第 ３、４ 期

爲 １ 期，故該刊共出版 ３３ 册。

〔１１〕　 黄勝擔任倫敦傳道會印刷所主管一事，見蘇精∶ 《黄寬與黄勝：容閎的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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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傳記文學》（臺北），第 ４６ 卷，第 ２ 期，第 ７３ 頁。黄勝主持《遐邇貫

珍》實際事務一説，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４５ 頁。該著指出：“舉凡中文撰稿、英文翻譯、報館總務，均

由黄勝經理。”確切出處待考。

〔１２〕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第 １６ 頁。

〔１３〕　 《遐邇貫珍》影印本，１８５４ 年第 ７ 號，第 ６３５ 頁。

〔１４〕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第 １５ 頁。

〔１５〕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第 １５７ 頁。

〔１６〕　 《遐邇貫珍》影印本，１８５４ 年第 ７ 號，第 ６３５ 頁。

〔１７〕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弢園文録外編》卷 １１，上海：上海書店，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６９ 頁。

〔１８〕　 《遐邇貫珍》影印本，１８５４ 年第 ７ 號，第 ６３５ 頁。

〔１９〕　 王韜：《弢園尺牘》卷 ２，《與孫惕庵茂才》，清光緒二年香港天南遯窟鉛印本，

第 ２０ 頁。以下所引《弢園尺牘》１—８ 卷，均據此版本。

〔２０〕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 １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３３ 頁。

〔２１〕　 趙烈文：《能静居日記》第 １ 册（手稿影印本），臺北：臺北學生書局，１９６４

年，第 １０５ 頁。

〔２２〕　 羅郎也爲澳門土生葡萄牙人，西文名 Ｄｅｌｆｉｎｏ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Ｎｏｒｏｎｈａ，１９２４ 年生於澳

門大堂區，１９００ 年 ２ 月 ６ 日在香港離世。他是羅郎也家族第四代澳門土生

人。羅郎也是其西文名的粤語譯法。羅郎也早年由澳門遷往香港，是開埠

初期香港報界和印刷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除開辦《香港近事編録》外，還開

設羅郎也印字館，羅郎也印字館不僅出版印刷葡文和中文報刊，而且承印西

文報刊。香港開埠後的第一批英文報紙幾乎全部由該印字館承印出版，有

關羅郎也基本情况的敘述，見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第 ５ 頁、第 １７８

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

〔２３〕　 關於《香港近事編録》的刊期、編務等具體情况，蕭永宏《〈香港近事編録〉史

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一文有詳細考證。見《歷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８３—１８４ 頁。

〔２４〕　 關於《香港近事編録》的停刊時間，此處采用了美國傳教士范約翰（Ｊ． Ｍ． Ｗ．

Ｆａｒｎｈａｍ）１８９０ 年所提供的《中文報刊目録》中的説法。范約翰的《中文報刊

目録》，見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料》一文之附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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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學報》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第 ６８—７０ 頁。

〔２５〕　 但據王韜《論日報漸行於中土》提供的綫索，該報創刊似應在 １８６５ 年 ２ 月問

世於廣州的《中外新聞七日録》之後。另據目前所見，《中外新聞七日録》最

早轉載《香港近事編録》的文章，時在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１８６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６〕　 《循環日報與華字日報論辯》，《益報》，光緒元年九月初六日。

〔２７〕　 有關“香港日報”爲《香港近事編録》的考證詳見蕭永宏《〈香港近事編録〉史

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一文，《歷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７９—１８０ 頁。

〔２８〕　 王韜：《悔餘隨筆》，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第 ２１８—２１９ 頁。

〔２９〕　 美籍學者白瑞華所著《中國報刊》一書曾提到，王韜在協助理雅各譯書的同

時，還擔任《香港近事編録》的編輯工作。此不知何據？但聯繫上述事實，可

知白瑞華所論，實事出有因，當非虚語。白瑞華的説法見 Ｒｏｓｗｅｌｌ Ｓ． Ｂｒｉｔｔ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８００ １９１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Ｋｅｌｌｙ ａｎｄ Ｗａｌｓ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３３，ｐ． ４３．

〔３０〕　 王韜在《答〈强弱論〉》一文中提到：“前者《香港日報》中嘗論國家盛衰强弱

之故，倚伏無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積衰之勢，探自强之道，立常盛之地

者，則未有之也……日報秉筆之人嘗以是篇附於郵筒，遠致之七萬里之外，

來問於甫里逸民。逸民讀未終篇，作而嘆曰：‘憂深哉，其人也！此恤緯之

嫠，倚柱之女，所以致無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據所見以答之。”經考證，此“香

港日報”，即爲《香港近事編録》。王韜《答〈强弱論〉》一文，見王韜：《弢園

文録外編》卷 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６６ 頁。以下均據此版

本。有關“香港日報”爲《香港近事編録》的考證，見蕭永宏《〈香港近事編

録〉史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歷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以下有關王韜與《香港近事編録》的具體關係的敘述均見該文，不贅。

〔３１〕　 《本館自述》，《申報》，壬申年四月初二日。

〔３２〕　 《本館自敘》，《申報》，壬申年四月十四日。

〔３３〕　 如《侯失勒傳》、《接續侯失勒傳》兩文後收入《甕牖餘談》卷 ３，《論今時勢》後

收入《弢園文録》卷 ２，收入時前者標題爲“侯失勒傳”，後者標題爲“中外合

力拒俄論”。《侯失勒傳》和《接續侯失勒傳》分别爲壬申年八月廿二日、八

月廿六日《申報》轉載，《論今時勢》原刊壬申年二月十七日《香港近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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録》，同年四月初五日《上海新報》轉載。

〔３４〕　 《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實際創刊時間，尚有待進一步考證。卓南生的説法是

１８５７ 年 １１ 月 ３ 日，筆者對此存疑。故此處只提 １８５０ 年代後期。卓南生有關

該問題的論證見卓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訂版，第

１１０ 頁。

〔３５〕　 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訂版，第 １１５ 頁。

〔３６〕　 從 １８７３ 年開始，香港藍皮書對該報出版日期的記載已明確注明“Ｄａｉｌｙ”。見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１８７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ｏｎｈａ ＆ Ｓｏ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ｅｒｓ．

〔３７〕　 《選録香港新報》，《上海新報》，己巳年十二月十九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

史料叢刊三編》，第 ５９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以下所引《上海新

報》均據此版本。

〔３８〕　 《申報》，癸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３９〕　 不過，不少材料提到與王韜私交很好的黄勝曾創辦《香港中外新報》，并擔任

過該報的主筆。因此，王韜在該報刊文疑與黄勝有關。黄勝，一名達權，字

平甫，廣東香山縣東岸鄉人，１８２５ 年生於澳門，１８４０ 年入馬禮遜紀念學校就

讀。１８４２ 年隨該校前往香港。１８４７ 年赴美馬薩諸塞州孟松學校留學，第二

年秋因病返港。先到德臣西報（即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學習印刷，後改任倫敦傳

教會所辦的教會印刷所主管，協助理雅各出版英譯《四書》。１８６０ 年，與孖剌

西報合作刊行《香港中外新報》。王韜 １８６２ 年避禍香港僅 １０ 天，黄勝即親

來探望。當年，王韜還與黄勝合作譯著成《火器説略》一書，上達李鴻章、丁

日昌等清廷要員。１８６４ 年秋，黄勝應丁日昌之邀北上，擔任上海廣方言館教

習，１８６７ 年以孝養告退，不久返港。１８６９ 年又應丁日昌邀赴滬，但在滬僅留

兩月即返。此後，直到 １８７３ 年夏帶領第二批 ３０ 名幼童赴美之前，黄勝一直

寓居香港。黄勝在港期間，是否還擔任《香港中外新報》主編？王韜刊於《香

港中外新報》的“致友人書”是否也與黄勝有關？現缺乏確切史料。但從王

韜和黄勝交往密切，黄勝又是《香港中外新報》的重要創辦者等事實來看，這

種可能理應存在。

〔４０〕　 該報初附刊於《德臣報》第三版，自辛未年六月廿六日（１８７１ 年 ８ 月 １２）起移

至第七版。除創刊號未出滿一版外，其後的 ５６ 期均爲一整版。

〔４１〕　 陳善言，又名陳言。廣東新會人，字慎於，號靄廷、靄亭，１８５６ 年到香港，香港

２３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聖保羅書院畢業。後在港府巡禮府充書吏，１８７１ 年 ３ 月受德臣報館聘，司理

該報翻譯并英文日報副主筆，同時在《德臣報》設《中外新聞七日報》專版，

１８７２ 年 ４ 月《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後，任該報主筆。

〔４２〕　 王韜不僅對陳善言的西學知識表示贊佩，稱其“西學之長，近時允推巨擘”。

而且私下還向丁日昌舉薦之，希望能爲朝廷所用。見王韜：《上豐順丁中

丞》，《弢園尺牘》卷 ９，清光緒十三年大文書局鉛印本。

〔４３〕　 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４４〕　 因王韜這段話撰於《香港華字日報》問世以後，因此，王韜實把《中外新聞七

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看作同一份報紙。據王韜自述，《普法戰紀》“載筆

於庚午八月，而斷手於辛未六月”，但是，截至辛未六月下旬，“時僅以十二卷

爲斷手”。見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

印本。

〔４５〕　 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４６〕　 《聯邦名人録》，《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五月二十一日（Ｊｕｌｙ ８，１８７１，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香港大學圖書館藏，以下均據此版本。

〔４７〕　 《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四月二十三日（Ｊｕｎｅ １０，１８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開煤礦論》後被收入王韜《甕牖餘談》卷 ３，標題改爲“煤礦論”。内容同。

〔４８〕　 《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四月三十日（Ｊｕｎｅ １７，１８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據筆者考認，從該文筆法、觀點來看，出自王韜的可能性很大。

〔４９〕　 《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七月初四日（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１８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壬申年二月二十九日（Ａｐｒｉｌ ６，１８７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５０〕　 據王韜自述，截至辛未（１８７１ 年）六月下旬，《普法戰紀》只完成了前十二卷，

而第十三、十四兩卷“乃近時續成”，且“悉從陳君日報采出”。王韜説這番話

時已是《普法戰紀》十四卷本定稿付梓前夕，時當 １８７２ 年 ９ 月左右，而此時

《香港華字日報》問世已近乎半年之久。因此，王韜所言“陳君日報”必是

《香港華字日報》無疑。見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

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５１〕　 王韜：《普法戰紀·凡例》，清同治十二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鉛印本。

〔５２〕　 《申報》於癸酉年六月初十日、六月十五日、六月三十日分三次轉載同年六月

初一日《香港華字日報》刊載的《瀛壖雜識》。

〔５３〕　 據筆者整理成的《申報》轉載香港華文報刊文章目録統計而成。另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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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西裏喜行《關於王韜和〈循環日報〉》一文所輯録的“《循環日報》論文目

録一覽”對此也有説明。見鄭海麟譯，西裏喜行著：《關於王韜和〈循環日

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 １０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２８２—２８３ 頁。

〔５４〕　 ５ 篇文章分别是：《送理牧師回國序》、《法國儒蓮小傳》、《琉球朝貢考》、《玉

笥生論生死書》、《英國日報之盛行》，其中前三篇後收於《弢園文録外編》，

《玉笥生論生死書》後收入《弢園尺牘》卷九，標題改爲“與友人”。《英國日

報之盛行》後重刊於《循環日報》，標題改爲“紀西國日報之盛”。上述文章

具體發表或轉載時間，筆者在《〈弢園文録外編〉篇目來源考辨———〈弢園文

録外編〉和〈循環日報〉關係之研究》一文中有詳細説明，此從略。見前揭文，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 ４ 期（２００６ 年）。

〔５５〕　 如《申報》轉載《玉笥生論生死書》一文後，不久又刊出“論説”“書玉笥生生

死論後”，對王韜原文的觀點展開評論。見《申報》，癸酉年十二月二十日。

〔５６〕　 王韜：《弢園尺牘》卷 ２，《與孫惕庵茂才》，清光緒二年香港天南遯窟鉛印本，

第 ２０ 頁。

〔５７〕　 王韜：《弢園尺牘》卷 ３，《與周弢甫比部》，第 １６ 頁。另，該信函全文王韜又

録入其《日記》，見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八年十二月九日，第

６１ 頁。

〔５８〕　 偉烈亞力云：“泰西之政，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攬其權，而乾綱仍弗替焉。

商足而國富，先欲與萬民用其利，而財用無不裕焉。故有事則歸議院，而無

蒙蔽之虞；不足則籌國債，而無捐輸之弊。”見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

記》，咸豐九年四月四日，第 １１３ 頁。

〔５９〕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四日，第 １１３ 頁。以此類推，

王韜還以同樣的思路和相應的理由對建鐵路、用機器、開議院等西方“善政”

逐一加以否定。

〔６０〕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七日，第 １１４ 頁。

〔６１〕　 偉烈亞力：《六合叢談小引》，《六合叢談》第 １ 號，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

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訂版收有《六合叢談小引》影印本全文，見卓著《附録

Ⅱ》，第 ２２９ 頁。因爲“小引”中“蒼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

類似的話，王韜筆下經常出現，加之當時王韜擔任協助傳教士從事漢文翻譯

删削的角色，因此，不排除此“小引”曾經王韜潤色修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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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據現存上海圖書館古籍部王韜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蘅華館日記》所記内

容，該信函并未寫成。文中後半部分空出 １７ 行。王韜《日記》云：“燈下偶檢

敝簏，得致周弢甫騰虎第一書稿，備論中外民俗異宜，以未成，不果寄。雨夜

無聊，特加删改，録出之。”見《蘅華館日記》，不分卷，稿本，上海圖書館古籍

部藏。以下均據此版本。推斷此信作於 １８５７ 年的依據是，王韜信中寫道：

“睽曠三年，邂逅一旦，寓齋清話，移晷忘倦。”因周騰虎 １８５５ 年秋曾携山東

曲阜人孔宥涵來滬，王韜與之“傾襟談藝，捉塵論兵”，由此知，該信函撰於

１８５７ 年。周騰虎 １８５５ 年秋來滬事，見張志春：《王韜年譜》，第 ３１ 頁。另，該

《年譜》將此信函的撰著時間斷定爲 １８５９ 年，似不妥，應改之。見張志春：

《王韜年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４３ 頁。以下均據此

版本。

〔６３〕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８１ 頁。

〔６４〕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８３ 頁。

〔６５〕　 王韜：《弢園尺牘》卷 ４，《與周弢甫徵君》，第 １４ 頁。此處所引，即王韜 １８５９

年以後所補寫，原《日記》并無此内容。

〔６６〕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８４ 頁。

〔６７〕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８３ 頁。

〔６８〕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第 ８２ 頁。

〔６９〕　 該文收入《弢園文録》卷 ３，標題爲“與周弢甫徵君論西務書”，收入《弢園尺

牘》時標題爲《與周弢甫徵君》。内容均與《日記》不同，後半部分爲後來補

寫而成。前已論及，此不贅。

〔７０〕　 王韜：《弢園尺牘》卷 ４，《與周弢甫徵君》，第 １０ 頁。

〔７１〕　 如 １８７２ 年由王韜命筆而以陳瑞南名義刊布的《普法戰紀》序言中即云：“王

君向固嘗有志於富强之術矣！其論以爲莫如師其所長。持此説約二十餘年

而不變。觀其《弢園文録》中《與周弢甫徵君書》，言及練兵、製艦、造槍炮、肄

習語言文字，今當事者皆一一行之。”其後撰成的《瀛壖雜志》中又説，馮桂芬

“嘗見餘致周弢甫書，極爲嘆賞，以爲近來談西務者，當以此爲左券”。甚至

１８７５ 年所撰的《洋務下》一文中，還强調：“十六七年前，竊嘗欲中國仿行西

法，其言曰：‘以其所長，奪其所恃。故火器用於戰陣，舟艦用於江海，語言文

字用於通彼此之情。’”此後，直到 １８７８ 年王韜在其《洋務論上》一文中還一

再提及該文及其文中的一些觀點。如説：“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所言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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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豐初元，國家方諱言洋務，若於官場言及之，必以爲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

至是，以是雖有其説，而不敢質之於人。不謂不及十年，而其局大變……此我

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以上引文分别見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

８，第 １９７頁；王韜：《瀛壖雜志》卷 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８２—

８３頁。以下均據此版本。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 ４，第 ２７頁；第 ２６頁。

〔７２〕　 王韜：《蘅華館日記》，不分卷，稿本，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藏。

〔７３〕　 王韜：《蘅華館日記》，不分卷，稿本。

〔７４〕　 王韜：《弢園文録》卷 ３，稿本，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以下所引《弢園文録》

均據此稿本。

〔７５〕　 查考王韜日記得知，也就在王韜於其日記中録入《與周弢甫徵君》三個月之

後，才發生了王韜和蔣敦復與偉烈亞力之間的那場關於中西政俗優劣得宜

的討論。由此可知，由於此前王韜對有關中西關係問題，尤其是在價值層面

對西學與中學的相互關係的思考已經相當充分，因此，當他與偉烈亞力討論

有關問題時才能雄辯滔滔，游刃有餘，并對偉烈亞力所倡導的多項“善政”予

以巧妙回絶。比勘《與周弢甫徵君》中基本内容和《日記》所記王韜在討論中

的言辭，可證王韜討論中所發表的基本觀點，幾乎完全出自《與周弢甫徵

君》，甚至前者幾乎就是後者的縮寫版。這也説明，王韜當時在討論中所持

的反西學立場正是以《與周弢甫徵君》一文爲思想基礎的。當然，王韜對西

學的排拒畢竟有不同於當時一般中國士人的一面，因爲直到 １８６２ 年王韜避

禍香港以前，他已在西方傳教士主持的墨海書館供職整整 １３ 年，因此，王韜

在思想上對西學進行部分的吸納也合乎情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王韜在

《與周弢甫徵君》中補寫進仿行西法三條有一定的思想基礎。但是，王韜積

累這些有限的西學知識畢竟還未給予他有足够的力量逸出中國傳統名教的

軌道。就思想水平而言，王韜提出的仿行西法三條充其量也只盤桓在林則

徐、魏源當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層面上，基本接近於馮桂芬《校邠廬抗議》

中“采西學”、“製洋器”的主張，還缺乏更新鮮的思想因素。

〔７６〕　 因爲大到立言點、基本理路，小到具體文字，兩篇文章均多有雷同。具體比

勘過程此從略。

〔７７〕　 這些論述主要包括：“我中國先文教而後武功，重德性而輕詐力”，“能以至柔

克至剛，至弱克至强”，“奈何欲以暫來之西人易數千年之中國”等，見王韜：

《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１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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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　 王韜：《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１０ 頁。

〔７９ 〕　 即“一曰火器用於戰”；“二曰輪船用於海，以備寇盜，戒不虞”；“三曰語言文

字以通彼此之情”。見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 ４，第 １０頁。

〔８０ 〕　 王韜：《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１０ 頁。

〔８１ 〕　 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 ４，第 ５ 頁。

〔８２ 〕　 分别見：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 ４，第 ５ 頁；《代上蘇撫李宫

保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２ 頁。

〔８３ 〕　 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 ４，第 ５ 頁。

〔８４ 〕　 王韜：《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３ 頁。

〔８５ 〕　 王韜：《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３ 頁。

〔８６ 〕　 王韜：《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４ 頁。

〔８７ 〕　 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卷 ４，第 １１—１２ 頁。

〔８８ 〕　 王韜：《弢園文録》卷 ８，稿本。

〔８９ 〕　 王韜：《漫游隨録》卷 ３，陳尚凡、任光亮校點，《漫游隨録·扶桑游記》，長

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３９—１４０ 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９０ 〕　 王韜：《代上蘇撫李宫保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３ 頁。

〔９１ 〕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８，第 ６—７ 頁。

〔９２ 〕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８，第 ７ 頁。

〔９３ 〕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８，第 ７ 頁。

〔９４ 〕　 王韜：《代上丁觀察書》，《弢園尺牘》卷 ７，第 １７ 頁。

〔９５ 〕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８，第 １１ 頁。

〔９６ 〕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８，第 １１ 頁。

〔９７ 〕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８，第 １２ 頁。

〔９８ 〕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８，第 １２ 頁。

〔９９ 〕　 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８，第 １２ 頁。

〔１００〕　 該文原刊《香港華字日報》，具體發表時間約在壬申年十二月至癸酉年正月

之間，後爲《申報》轉載，見《申報》，《英國新報之盛行》，癸酉年正月二十一

日。以下只注《申報》刊載時間。

〔１０１〕　 王韜：《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

〔１０２〕　 王韜：《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

〔１０３〕　 王韜：《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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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王韜：《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癸酉年正月二十一日。

〔１０５〕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咸豐九年四月四日，第 １１３ 頁。

〔１０６〕　 這些文章發表時都未署名，但經筆者考證，均爲王韜所作。其中，《西國日

報之盛》一文最早刊於《香港華字日報》，標題爲“英國新報之盛行”，此爲

重刊，内容同。

〔１０７〕　 王韜：《本館日報略論》，《循環日報》册裝周刊本，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

日。香港大學圖書館藏，以下所用同治十二年、十三年《循環日報》，均據香

港大學所藏《循環日報》縮微膠卷。有關《循環日報》册裝周刊本的具體情

况，另有專門論述。此不贅。

〔１０８〕　 王韜：《本局日報通啓》，《循環日報》册裝周刊本，第 ２３ 頁。同治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

〔１０９〕　 王韜：《日報有裨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１１０〕　 王韜：《日報有裨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１１１〕　 王韜：《日報有裨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１１２〕　 王韜：《本局日報通啓》，《循環日報》册裝周刊本，第 ２３ 頁。同治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

〔１１３〕　 王韜：《日報有裨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１１４〕　 王韜：《上潘偉如中丞》，《弢園尺牘續鈔》卷 ２，清光緒十五年鉛印本。

〔１１５〕　 王韜：《擬上合肥相國》，《弢園尺牘》卷 １２，清光緒十三年大文書局鉛印本。

〔１１６〕　 有關黄勝早期的經歷，臺灣學者蘇精：《黄寬與黄勝：容閎的兩名同學》一

文有較詳細敘述，該文見《傳記文學》（臺北），第 ４６ 卷，第 ２ 期，第 ７３ 頁。

〔１１７〕　 王韜：《〈火器説略〉前序》，《弢園文録外編》卷 ８，第 １８６ 頁。

〔１１８〕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一日，第 １９６ 頁。

〔１１９〕　 有關黄勝早期的這些經歷，均據前揭蘇精文，見蘇精：《黄寬與黄勝：容閎

的兩名同學》，《傳記文學》（臺北），第 ４６ 卷，第 ２ 期，第 ７３ 頁。

〔１２０〕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弢園文録外編》卷 １１，第 ２７１ 頁。

〔１２１〕　 王韜：《弢園尺牘》和《弢園尺牘續鈔》兩書共收入王韜上丁日昌書 １０ 封，

其中包括《弢園尺牘》卷 ７ 的《代上丁觀察書》（２ 封，標題同），《弢園尺牘》

卷 ８ 的《代上丁中丞書》、《上丁中丞書》（２ 封，標題同）、《弢園尺牘》卷 ９ 的

《上豐順丁中丞》、《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１０ 的《代上丁大中丞》、

《弢園尺牘》卷 １１ 的《上丁大中丞》、《弢園尺牘續鈔》的《上豐順丁中丞

８３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師》，《循環日報》創辦以前的 ５ 封信函主要指上述《弢園尺牘》第 ７、８ 兩卷

所收之信函。

〔１２２〕　 即《弢園尺牘》卷 ７ 的《代上丁觀察書》２ 封和《弢園尺牘》卷 ８ 的《代上丁中

丞書》１ 封。

〔１２３〕　 蘇精：《黄寬與黄勝：容閎的兩名同學》，《傳記文學》（臺北），第 ４６ 卷，第 ２

期。第 ７３ 頁。

〔１２４〕　 據《香港華字日報》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所刊“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其

中提到：“又擬於此後倡行日報，每日刊發。”林友蘭：《一份百年前的華字

日報》收有該告白。見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臺北：世界書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８４ 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１２５〕　 《循環日報》創辦初期所刊“中華印務總局”告白稱“總司理”爲陳靄廷，但

從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起，告白又稱黄平甫（即黄勝）爲“正總司理”。

見《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循環日報》，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１２６〕　 香港聖保羅書院（ＳＴ． Ｐａｕｌ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籌辦於 １８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籌辦人爲

英國聖公會牧師史丹頓（Ｖ． Ｊ． Ｓｔａｎｔｏｎ），１８５１ 年正式招生，１８６７ 年因資金缺

乏停辦。後於 １９１９ 年重建，延續至今。陳善言肄業香港聖保羅書院事，見

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訂版，第 １６１ 頁。張宗良肄

業聖保羅書院事，見王韜：《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卷 ９，大文書局光緒十

三年鉛印本。有關聖保羅書院簡史的介紹，見餘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

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第 ３０２頁。以下均據此版本。

〔１２７〕　 香港德臣報館辛未年正月十三日所刊告白稱：“靄廷陳言先生前在巡禮府

充當書吏之職，今本館延請司理翻譯事務，并英文日報副主筆……”見《告

白》，《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二月初五日。

〔１２８〕　 １８７２ 年 ６ 月，港英政府公開招考華民政務司書吏，張宗良和胡禮垣考中，分

别名列 １２ 位應試者中之第一、第二名。此後，張宗良離任《香港近事編録》

“主筆”，供職於港府華民政務司。壬申年五月廿一日《香港近事編録》曾以

“英官考選書吏”爲題對此事做了報道，該文後爲《上海新報》轉載。見《英

官考選書吏》，《上海新報》壬申年七月初二日。

〔１２９〕　 王韜：《上豐順丁中丞》，《弢園尺牘》卷 ９，清光緒十三年大文書局鉛印本。

同時，不排除 １８６０—１８７０ 年代之交在《香港近事編録》發起有關“中外强弱

論”討論的主筆即是張宗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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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三月十七日（Ｍａｙ ６，１８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３１〕　 《本館告白》，《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二月初五日（Ｍａｒｃｈ ２５，１８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３２〕　 《本館告白》，《中外新聞七日報》，壬申年二月二十二日（Ｍａｒｃｈ ３０，１８７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３３〕　 《創設香港華字日報説略》，《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五月廿一日（Ｊｕｌｙ ８，

１８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３４〕　 《本館告白》，《中外新聞七日報》，辛未年二月初五日（Ｍａｒｃｈ ２５，１８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３５〕　 張宗良、陳善言協助王韜譯撰《普法戰紀》一事，王韜在《普法戰紀·凡例》

中有詳細交待。

〔１３６〕　 《循環日報》創辦初期所刊“中華印務總局”告白稱王紫詮（即王韜）爲“正

主筆”，見《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１３７〕　 “總司厥事”是王韜自己的説法，王韜在其自傳中説：“癸酉，香海諸同人醵

資設印局，創行日報，延老民總司厥事。”見王韜：《弢園老民自傳》，《弢園

文録外編》卷 １１，第 ２７１ 頁。

〔１３８〕　 以上所引王韜向丁日昌推薦陳善言、張宗良、伍廷芳三人及對三人的評價俱

見王韜：《上豐順丁中丞》，《弢園尺牘》卷 ９，清光緒十三年大文書局鉛

印本。

〔１３９〕　 譚乾初：《古巴雜記》對此有記載。見譚乾初：《古巴雜記》，王錫祺輯：《小

方壺齋輿地叢鈔》，第 １２ 帙，清光緒十七年鉛印本。以下均據此版本。

〔１４０〕　 張宗良任駐日使館隨員的有關情况，王寶平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

機處録副奏摺》有詳細輯録，見王寶平：《清末駐日外交使節名録》，浙江大

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論考》，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４２、２４３ 頁。以下均據此版本。另，光緒五年（１８７９）王韜訪日期間，與張宗

良再次相會，王韜《扶桑游記》中有多處記載，此不贅。

〔１４１〕　 《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１４２〕　 《香港中外新報》刊有《銅帽論》一文，分兩次登出。首次登出者爲馮普熙的

求教信，信後署“中外新報館主筆清照，明珊氏謹緘”。第二次刊出者爲“論

銅帽造法”。其中，馮普熙的求教函後被《上海新報》轉載。見《銅帽論》，

《上海新報》，庚午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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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西國急粉造法》，原刊《香港中外新報》，後爲《上海新報》轉載。見《上海

新報》，庚午年九月二十六日。

〔１４４〕　 《答中外强弱論》，原刊壬申年二月初七日《香港近事編録》，後爲《上海新

報》轉載。見《上海新報》，壬申年三月拾捌日。

〔１４５〕　 王韜：《解惑論》，《弢園文録》卷 ８，稿本。

〔１４６〕　 梁鄂：《徵刻王紫詮先生〈普法戰紀〉後》，《申報》，壬申年八月初八日。該

文原刊壬申年《香港近事編録》，後爲《申報》轉載。梁鄂，字智芸、志芸等，

係王韜好友。

〔１４７〕　 據王韜：《徵設香海藏書樓序》，馮普熙、伍廷芳等發起徵設“香海藏書樓”

活動的時間應在 １８６９—１８７２ 年間，因文中提到：“同治己巳特立東華醫院，

百廢俱舉……”知其時東華醫院尚未建成（東華醫院的落成時間在 １８７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４８〕　 此處馮指馮普熙、伍指伍廷芳。引文見王韜：《徵設香海藏書樓序》，《弢園

文録外編》卷 ８，第 １８４ 頁。

〔１４９〕　 《中華印務總局告白》，《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該告白稱：

“局中以梁鶴巢、馮普熙、陳瑞南爲值理。”

〔１５０〕　 《新建醫館》，原刊《香港近事編録》，《上海新報》轉載，見《上海新報》，庚午

年五月二十日。

〔１５１〕　 該序係王韜自撰，以陳桂士名義署名，後收入《弢園文録外編》，見王韜：

《〈普法戰紀〉代序》，《弢園文録外編》卷 ８。

〔１５２〕　 目前所見，《香港近事編録》至少三次對香港東華醫院的情况作過報道，三

次報道的標題分别爲：《新建醫館》、《東華醫院對聯》和《公舉董事》。

〔１５３〕　 王韜：《創建東華醫院序》，《弢園文録外編》卷 ８，第 １９９ 頁。

〔１５４〕　 王韜：《東華醫院對聯》，原刊壬申年正月初六日《香港近事編録》，見《上海

新報》，壬申年二月二十日。

〔１５５〕　 《香港華字日報》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所刊《中華印務總局告白》，見林

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臺北：世界書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８４ 頁。

〔１５６〕　 王韜：《販人出洋輯録跋》，《弢園文録》卷 ２。

〔１５７〕　 《香港紳士見總税務司》，原刊壬申年四月初八日《香港中外新報》，見《上海

新報》，壬申年四月二十九日。

〔１５８〕　 如庚午年所刊一則“頌詞”中就有陳瑞南、梁鶴巢、李阩、唐茂枝等多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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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見《上海新報》，庚午年七月二十四日。

〔１５９〕　 保良局百年史略編輯小組委員會主編：《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轉引自餘

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第 ４１２ 頁。

〔１６０〕　 有關馮普熙和香港保良局的活動，見餘繩武、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

第 ４１４ 頁。

〔１６１〕　 這是筆者的推斷。依據是，筆者仔細查勘現存《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内容，

發現該報後期刊發的稿件，有不少爲王韜所撰。因此，王韜擔任該報編務

的可能較大。至於隨後的《香港華字日報》，也刊發過少量王韜所撰文章，

而且，１８９０ 年美國傳教士范約翰提供的《中文報刊目録》在“華字日報”“主

編”欄，明確提到“陳藹亭與王韜”兩人。在無確切史料證實王韜擔任過《香

港華字日報》編務的情况下，上述史實顯然值得重視。范約翰的《中文報刊

目録》，見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料》之附録。《復

旦學報》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第 ６９ 頁。

〔１６２〕　 據新加坡學者卓南生研究，近代中文報紙最早的“論説”當推 １８５９ 年 ３ 月

底至 ４ 月之間《香港船頭貨價紙》刊登的《豬仔論》一文。見卓南生《中國近

代報業發展史（１８１４—１８７５）》增訂版，第 １４３ 頁。

〔１６３〕　 如以數目論，嚴格意義的論説文章，《香港中外新報》共有 １８ 篇，約占其現

有文章總量 １４８ 篇的 １２％，而《香港近事編録》共有論説文章 ３２ 篇，約占其

現有文章總數 １６５ 篇的 ２０％。以内容言，《香港近事編録》所刊 ３２ 篇論説

幾乎全爲有關國計民生和國際時事的時論文章，其中不少篇目議論深刻，

見解超群，實爲近代報刊論説中的上乘之作。而《香港中外新報》的 １８ 篇

論説中却多爲像《理欲辨》、《七巧論》、《三友小傳》、《名醫論病》等一般性

的論説，除極個别篇目外，很少有像《香港近事編録》那樣的議論風生之作。

有關情况，筆者另有研究，此不贅。

〔１６４〕　 王韜：《論今時勢》，原刊《香港近事編録》，壬申年二月十七日，見《上海新

報》壬申年四月初五日。文中，王韜明確號召“英法强中以禦俄”，力保歐亞

形勢“相安於無事”，“然後我中國勵精圖治，發奮爲雄，足以有恃而無恐”。

〔１６５〕　 《選録香港新報》，《上海新報》，己巳年十一月初七日。

〔１６６〕　 《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即是如此。該報在香港殖民地

問題、英法出兵等直接關係英國人利益的問題上即完全替英國人説話。有

關《香港船頭貨價紙》的殖民主義立場的研究，見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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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增訂版，第 １４７ 頁。

〔１６７〕　 《不可不辨》，原刊《香港近事編録》，壬申十月廿五日，見《上海新報》壬申

年十一月廿四日。

〔１６８〕　 《龍論》，原刊《香港近事編録》，辛未年九月初五日，見《上海新報》辛未年

十月十六日。

〔１６９〕　 如《香港近事編録》至少曾兩次刊載對瑞麟用人方略和治粤政績高度贊譽

的文章。其中《用人得當》一文言其“政績昭然，具在人口”，“兩粤庶黎，蓋

有隱受其惠，身被其德至於浹髓淪肌而猶不自知者”。《瑞相仍留督粤省》

則稱“其爲兼圻大臣則澤被於封疆，其爲樞廷襄贊則惠流於天下”。《用人

得當》，見《上海新報》，壬申年九月初十日；《瑞相仍留督粤省》，見《上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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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清光緒十五年鉛印本。

〔１７４〕　 《倡設日報小引》，《循環日報》册裝周刊本，第 ２２ 頁。未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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